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小学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

交叉滞后研究 

作者：谢其利  郑惠珍  江光荣  任志洪  樊燕飞  刘加怀  张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本文的三个主要变量（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质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在全文写作中要注意统一，且不要遗漏主语。因为本文测量的是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尤

其在针对本研究问题的论述、结果的解释时，就要固定该变量的表述，而不能时而班主任，

时而教师，这是不准确的。前两个关键词应加主语。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指出了我们初稿表述不严谨的地方，这对提高我们的文字

表述的准确性有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对全文进行了仔细的核对、检查和修改。 

因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的实证文献较少，我

们在前言部分引用的文献大部分为探讨“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的关系的实证文献，这部分表述未进行修改，但在论述本研究的问题时，均加入了“班主任”

这一主语进行了限定。除前言之外，我们对摘要(含英文摘要)、研究方法、结果、讨论、结

论和图表均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将相应的表述限定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因修改之处较多且分散，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中的蓝色字体部分。 

此外，前两个关键词分别加上了主语，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对应的英文关键词修改为：“negotiation management behavior of the class teacher;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of the students”。 

 

意见 2：1.1 这一二级标题不能涵盖三级标题的内容，1.1 仅表达的是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对师

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这两者的作用，但 1.1.2 是师生关系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作用，

是否将 1.1 改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合适？请作者思考后修改。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原稿的二级标题“1.1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对师生关系和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作用”确实不能涵盖下属的三级标题。我们结合另外一位审稿专家的意见，

对引言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本研究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复杂。我们参考《心理学报》

最近发表的类似文章(郭海英 等, 2017; 熊猛 等, 2021)和其他权威期刊上的相关文献(De 

Laet et al., 2016; Mejia & Hoglund,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 Roorda & Koomen, 2021 )，将

前言的二级标题调整为 5 个，尽力理清三个变量之间复杂的关系。按照变量出现的顺序，调

整后的前言部分的二级标题分别为： 

1.1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引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重点

论述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2 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引出师生关系，重点论述师生关系和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3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师生关系的相互作用。论述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师生关系二者

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已有理论和相关研究证据的基础上，推论师生关系可能会

影响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 



1.4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在 1.1——1.3 的文

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的假设。在原稿探讨“教师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和“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者两条路径的基础上，增加了“教师协商管理行

为——外化问题——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系——教师协商管理行为”

两条可能的路径。 

1.5 当前研究。结合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这一部分简要总结本研究的创新和意

义，补充为何选择班主任作为教师代表、以及为何关注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原因，

交代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因修改之处实在太多且分散，此处没有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前言的蓝色字体部分。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3：1.1 下的三级标题内容是根据 1.1 标题中变量出现的顺序进行写作，1.2 中的三级标

题是否也依据变量出现的顺序进行内容安排更具有逻辑性？即将1.2.1与1.2.2的内容顺序互

换一下。请作者考虑。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思考后也认为，原稿 1.2 中的三级标题依据变量出现的顺

序进行内容安排更会具有逻辑性。我们结合两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参考《心理学报》发表的

类似文章(郭海英 等, 2017; 熊猛 等, 2021)和其他权威期刊上的相关文献(De Laet et al., 

2016; Ly & Zhou, 2018; Mejia & Hoglund,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 Roorda & Koomen, 

2021 )。对前言的逻辑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具体的调整情况请专家审阅对意见 2 的回复），

原来 1.1 和 1.2 下属的三级标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和安排。因调整较大，修改之处

太多，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前言的蓝色字体部分。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4：1.3 当前研究 之前的综述针对的是教师协商管理行为，而 1.3 直接表明本研究考察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应加入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较其他教师的重要性内

容进行衔接，请作者补充。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意见！结合另外一位专家的意见，我们在这一部分增加了班主任协

商管理行为较其他教师的重要性的内容，交代了为何选择班主任作为教师的代表。并简要补

充了为何关注 4~6 年级学生的原因，具体修改如下，请专家审阅： 

“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上升、程度加重(Petersen et al., 

2015; Lansford et al., 2018)，而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4~6 年级学生对于自主的需求和对教

师协商管理行为的需求也逐步增加(Ryan & Deci, 2017; 魏书生, 2014)，故本研究选择 4~6 年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班级是小学生的“第二个家”，作为“家长”的班主任的重要工作

之一是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与其他科任老师相比，班

主任与小学生相处时间更长、互动更频繁，班主任协的商管理行为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也可能

更大(江光荣, 2004; 魏书生, 2014)，所以本研究以班主任作为教师的代表。” 

……………………………………………………………………………………………………… 

 

审稿人 2意见： 

总体意见：整体写作水平不高，逻辑性不是很强，语言比较一般，引不起较大的兴趣，可读

性不高。需要总体上做较大调整与修改。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接受专家的批评，这确实我们原稿的缺点。专家的意见对

提高我们的文本写作有重要的帮助！根据专家的意见，参考《心理学报》最近发表的类似文



章(郭海英 等, 2017; 熊猛 等, 2021)和其他权威期刊上的相关文献(Ly & Zhou, 2018; Mejia 

& Hoglund,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 Roorda & Koomen, 2021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

我们对全文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和修改。希望能提高文稿的逻辑性和可读性，在保证科学性的

同时把故事讲好。主要的调整和修改如下： 

1.对小引言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小引言第一段简要地介绍了外化问题行为的定义、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危害性；第二段，引入当前交叉滞后研究的结果带来的担

忧：当采用交叉滞后模型同时考察教师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时，

发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驱动作用强大，而教师管理行为和积极的师生关系的作用却不

稳定。第三段，引入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推测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可能会启动积极的师生互动

循环，简要提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验证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驱动作用的同时，期望

发现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积极驱动作用。 

2.调整大前言的逻辑框架。调整后的大引言的整体结构如下：1.1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 引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论述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1.2 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

用。引出师生关系，论述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3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师生关系的相互作用，论述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与师生关系二者之间

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已有理论和相关研究证据的基础上，推论师生关系可能会影响

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1.4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

在 1.1——1.3 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设。在原稿探讨“教师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者两条路径的基础上，增加

了“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外化问题——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系——

教师协商管理行为”这两条可能的路径。1.5 当前研究。结合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

这一部分简要总结本研究的创新和意义，补充为何选择班主任作为教师代表、以及为何关注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原因，交代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3.修改讨论。根据引言的调整，对讨论部分进行相应的修改，与修改后的引言进行呼应。 

因修改之处太多且分散，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前言和讨论部分的蓝色字体

部分。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1：题目班主任协商管理，但文中特别是引言部分都是教师协商管理，要从教师协商管

理怎么聚焦到班主任协商管理有个交待，说明为什么选择班主任作为教师代表。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意见！结合另外一位专家的意见，我们在这一部分增加了班主任协

商管理行为较其他教师的重要性的内容，交代了为何选择班主任作为教师的代表的原因。并

简要补充了为何关注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原因，修改如下，请专家审阅： 

“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上升、程度加重(Petersen et al., 

2015; Lansford et al., 2018)，而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4~6 年级学生对于自主的需求和对教

师协商管理行为的需求也逐步增加(Ryan & Deci, 2017; 魏书生, 2014)，故本研究选择 4~6 年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班级是小学生的“第二个家”，作为“家长”的班主任的重要工作

之一是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与其他科任老师相比，班

主任与小学生相处时间更长、互动更频繁，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也可更

大(江光荣, 2004; 魏书生, 2014)，所以本研究以班主任作为教师的代表。” 

 

意见 2：师生关系两个维度分开处理，是否可以合成作为潜变量来处理。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我们的原稿参考已有的研究，将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分



开处理（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 Koomen & Jellesma, 2015; Ly & Zhou, 2018;  

Roorda, & Koomen, 2021）。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尝试将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师生关系亲

密和师生关系冲突）作为潜变量合成处理，重新构建交叉滞后模型(修改图 1)。对模型进行

拟合，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χ
2
/df =5.67, RMSEA=0.06 (90% CI: 0.05 ~ 0.07), SRMR = 0.02, 

CFI = 0.98, TLI = 0.93]。 

 
修改图 1 班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注：交叉滞后模型控制了学生年龄、性别、来源地和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协变量，但为了呈现简洁，其回

归系数未在图中标注；同时相关均显著，为呈现简洁，未呈现；图中单箭头线为预测关系, 双箭头线为相

关关系; 实线为显著的路径，虚线为不显著的路径; 图中所标注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模型的路径显示(修改图 1)，在控制控制协变量(年龄、性别、来源地和自评家庭经济状

况)、自回归和同时相关后，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正向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

系(β = 0.08, p = 0.002)、不能跨时间点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54)，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正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β = 0.05, p = 0.03)、负向预

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7, p = 0.02)；T1 时的师生关系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15, p < 0.001)、正向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29, 

p < 0.001)，T2 时的师生关系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9, p = 

0.002)、正向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26, p < 0.001)；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不能跨时间点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4, p = 0.10)、T1 时的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跨时间点预测负向 T2 的师生关系(β = −0.09, p < 0.001)；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跨

时间点预测T3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5, p = 0.03)和T3时的师生关系(β = −0.09, p 

< 0.001)。 

与将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分开处理的模型结果相比，师生关系合成后的模型结果显示，

有 1 条路径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 (在修改图 1 中用红色进行标注)，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T2 时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

冲突分开处理时，这一路径的路径系数 β 分别为 − 0.06 和 −0.08，p 值均小于 0.05，合并处

理后这一路径的路径系数 β 为− 0.04，p = 0.10。与师生关系有关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有变小

的趋势，例如，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师生关系的预测作用方面：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

冲突分开处理的情况下，T1 时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2 时师生关系冲突的路径系数 β = 

T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T1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0.20*** 

0.37*** 

0.26*** 

0.29*** 

−0.04 

0.08** 

0.50*** 

−0.09*** 

−0.15*** 

−0.06* 

−0.09** 

0.26*** 

−0.05* 

0.05* 

0.51*** 

−0.09*** 

0.17*** 

0.15*** 

0.20*** 

0.33*** 

−0.02 

T2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T3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T1 师生关系 T2 师生关系 T3 师生关系 

T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T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0.12，p < 0.001)，T2 时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3 时师生关系冲突的路径系数 β = −0.09，

p < 0.001)。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合并处理后，T1 时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2 时师生关系

的路径系数 β = 0.08，p = 0.002、T2 时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3 时师生关系的路径系数 β = 

0.05，p = 0.03。这是可能是因为将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进行合并处理，掩盖了师生关系的

不同特点、损失了一些信息的原因。虽然没有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但从直观上看，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对降低师生关系冲突的作用（T1 时 β= −0.12；T2 时 β= −0.09）略大于对提升

师生关系亲密的作用(T1 时 β=0.09；T2 时 β=0.06)。总体而言，师生关系两个维度作为潜变

量处理后能体现师生关系良好时的情况，但是损失了师生关系冲突时的信息。 

本研究测量师生关系采用的是学生感知师生关系量表简版 (Student Perception of 

Affe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 Scale, SPARTS)(Koomen & Jellesma, 2015; Zee & de Bree, 

2016)，是根据 Pianta(2001)基于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 Bowlby, 1969)编制的师生关系

量表（教师报告版）的修订，包含三个维度：师生关系亲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温暖、亲切

和有效的；师生关系冲突，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紧张和无效的；师生关系依赖，学生过

度依赖老师、与老师的界限不清晰。在理论构建上，该师生关系量表的三个维度之间相互独

立，分别反映了师生关系的不同特点，因此研究者经常根据研究目的选用不同的维度进行研

究，其中最常用的是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维度（Koomen & Jellesma, 2015; Lei, Cui, 

& Chiu, 2015；Roorda, & Koomen, 2021）。 

已有的探讨师生关系影响学生发展的绝大部分研究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通常将师生关系

亲密和冲突两个维度分开进行处理。例如，Lei，Cui 和 Chiu（2015）的元分析考察了师生

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的相关，在纳入的 57 项研究中有 43 项研究测量师生关系时选用了师生

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维度，均分别计算师生关系亲密、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的相关系数。而且，该元分析的结果发现，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

系存在一定的差异：积极的师生关系指标（如师生关系亲密，但不仅限于师生关系亲密）与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26，而消极的师生关系指标（如师生关系冲突，但不仅

限于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55。在本研究中，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对师生关系冲突的长期预测作用也大于对师生关系亲密的预测作用，例如 T1 时学生外化

问题行为对 T2 时师生关系冲突的路径系数 β= −0.14、对 T2 时师生关系亲密的路径系数 β= 

0.07。最近的考察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交叉滞后研究也均是将师生关系

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分开处理的（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 Koomen & 

Jellesma, 2015; Roorda, & Koomen, 2021）。而且，最近的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增加预测师生关系冲突、进而增加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降低师生关

系亲密，但师生关系亲密的积极作用却消失了(Mejia & Hoglund, 2016; Roorda & Koomen, 

2021; Skalická et al., 2015)。这表明，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具有

不同的作用。师生关系亲密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积极作用是否会消失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之一。 

因此，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们仍将师生关系的两个维度分开构建交叉滞后模型：

（1）师生关系亲密和冲突作为潜变量处理后的模型结果与分开构建的模型结果没有实质上

的改变，但是损失了师生关系冲突情况下的信息，分开处理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2）在理

论构建上，本研究使用的师生关系量表中的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相对独立，可分开

使用，且已有结果提示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的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差异；（3）

已有的追踪研究在构建交叉滞后模型探讨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时，大多将师

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分开处理，而且发现师生关系亲密和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的相互关系存在差异。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3：这个研究的最大创新是什么？你的结论即使没有这个研究大家也知晓很显而易见。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意见！专家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初稿的不足，促进我们进

一步对本研究的创新和意义进行思考！专家的批评“你的结论即使没有这个研究大家也知晓

很显而易见”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原稿对本研究的创新和意义阐述不清晰而导致的，我们做如

下的解释和说明，并在文章中引言、讨论部分进行相应修改。 

首先，根据我们的文献积累，本研究是第一个探讨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班主任协商管理

行为的影响的追踪研究。长久以来，在预防和干预学生外化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采用不同的

方法进行管理是很自然的事情（Evertson & Weinstein, 2013）。尽管很早研究者就意识到，学

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其实是会影响教师的管理行为的(Kounin,1970; Skinner & Belmont, 1993)，

探讨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管理行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教师的管理行为、帮助教师觉察

并调整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而有效预防和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McGrath & Bergen, 

2015)。然而，遗憾是，探讨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管理行为的影响的追踪研究极少。最

近的一项交叉滞后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影响教师的管理行为的整体质量，

而教师的教师的管理行为却不能预测学生的外化问题（Williford &Vitiello, 2020）。这一交叉

滞后研究的结果有一些颠覆我们一贯的认知。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对教师的不同的管理行为（例如，协商管理、表扬、惩罚）的影响。 

第二，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第一个综合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交叉滞后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都探讨师生关系和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Crockett et al., 2017; 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探讨教师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少(Williford &Vitiello, 

2020)。事实上，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

系，在教师管理学生问题行为的互动过程中，可将师生关系视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的结果（Mejia & Hoglund, 2016）。因此，探讨教师协商管理行为、

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更贴近实际的教育实践，也能

提供更多的信息。 

第三，本研究也是第一个探讨师生关系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已有

研究大多关注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影响（Crockett et al., 2017; 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 Lei et al.,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 Pianta, 2001），较少注师生关系对教师的职业发展

的影响（Spilt et al., 2011; Zee et al., 2017）。教师发展的“压力和应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Lazarus, 1991）指出，积极的师生关系可能会有

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幸福感、而冲突的师生关系则会导致教师的职业压力、提高其职

业倦怠、甚至导致其离职行为(Spilt et al., 2011)，并影响师生互动行为(Spilt et al., 2011; Zee et 

al., 2017)，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本研究探索师生关系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影响，

可为上述的理论假设提供可靠的证据（Lazarus, 1991; Spilt et al., 2011）。 

第四，已有的探讨教师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两者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大都是现象描述的研究（即，描述两者间存在相互影响），对相互影响的机制（尤其是学生

的外化问题行为影响教师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的机制）的探索极少，本研究在这一点上有所

拓展。在将师生关系视为教师和学生行为的结果的情况下（Mejia & Hoglund, 2016），本研

究探讨三者间四条可能的相互影响路径：“教师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系——教师协商管理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外

化问题——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这有助

于进一步理解三者间相互影响的机制。例如，最近的追踪研究表明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对师

生关系的作用非常稳定（Crockett et al., 2017; 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从一

个侧面说明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的减少其实是可以促进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因此，教师的积



极、有效的管理行为在减少学生外化问题外化问题的同时，还可能通过减少学生的外化问题

而促进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发展，但是目前缺乏追踪研究探讨这一假设（以及上述的另外 3

个假设）。 

第五，本研究丰富了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研究者均

认为，积极的师生关系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包括减少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Crockett et al., 

2017; 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然而，最近的交叉滞后研究却对这一结论提

出了挑战。最近的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学生的外化问题引起师生关系冲突、降低师生关系亲

密，师生关系冲突进一步增加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但是师生关系亲密却不一定会降低学生

的外化问题行为（Mejia & Hoglund, 2016; Roorda & Koomen, 2021; Skalická et al., 2015）。研

究者认为，这可能受到学生所处的学段（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影响随年级的升高而降低，小学

升入初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与特定的教师的关系（国外的学前阶段基本为包班制，

教师比较稳定，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比较稳定；而升入初中后的选课制则导致学生和教师的联

结的紧密度降低，师生关系的影响可能也会降低）等因素的影响（Roorda & Koomen, 2021; 

Skalická et al., 2015）。总体而言，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

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的理论视角下（Sameroff, 2009），首次探讨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了教师协

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循环作用关系，证实了教师协商管理与师生关系之间

的循环作用关系，并探讨了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三者间相互影响

的机制，丰富了探讨师生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相互关系的已有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重

要拓展，可以为“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教师发展的“压力和应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等理论假

设补充证据，并能为实践工作提供启示。 

发现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间的循环作用关系不是本

研究的最终目的，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班主任）和实务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三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帮助班主任打破由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驱动的消极师生互动循环循环、构

建积极的师生互动循环。本研究结果提示，班主任(或其他教师)作为师生互动中处于优势地

位的一方，在觉察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作用的情况下，有意识地、主动地增加自己的

协商管理行为，可能有助于打破学生外化问题启动的消极师生互动循环。 

我们在前言和讨论对应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因为修改之处太多且比较分散，此处未一一

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的前言和讨论部分的蓝色字体部分。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4：对被试的信息交待不够、无法体现他的代表性。这些小学的特点如何？是否具有代

表性？为什么都是 XX 省？笔误？可以直接说选取三个省市地区，分别....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首先向专家表达我们的歉意，在投稿时，我们没有准确理

解《心理学报》对稿件匿名的要求，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被试的来源进行了技术处理，具体

的省市地区用“XXX”代替（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被试的来源信息可能泄露作者的单位），导

致专家不能了解被试的具体的来源信息，无法判断样本的代表性。经过与《心理学报》编辑

部沟通，编辑部认为，本研究的被试来源不会暗示作者的单位，可以在稿件中提供具体的被

试来源。因此，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在研究对象部分补充了被试的具体来源信息。具体修

改为：“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三个省市地区 7 所小学 39 个班的 4~6 年级学生为研

究对象，分别是：湖北省武汉市 2 所城区小学、贵州省黔南州 3 所农村小学、贵州省遵义市

1 所农村小学和四川省攀枝花市 1 所农村小学。”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中、西部的三个省，包含城市和农村学校，样本量较大，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然而，尽管我们在取样时尽最大的努力获取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学校的学生样本，

但是因为人力和物力限制，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获得严格的随机抽样的大样本，样本的代表性

存在一定的局限。因为追踪研究的样本不易获得，较多追踪研究均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

题，《心理学报》和其他权威期刊如《Chi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上最近发表的追踪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样本代表性不够的问题（Crockett et al., 2017; 

Ettekal & Shi, 2020; 郭海英 等, 2017; 熊猛 等, 2021）。 

我们参考已有的研究（Crockett et al., 2017; Ettekal & Shi, 2020; 郭海英 等, 2017; 熊猛 

等, 2021），将被试的人口学特征（本研究中为性别、年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和来源地）作

为协变量纳入交叉滞后模型进行统计控制（被试来源的差异检验及虚拟编码过程请详见后面

的说明），从而尽量排除人口学因素对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同时，在讨论中的研究

局限部分进行说明：“最后，本研究的样本是中、西部三个省份的 4~6 年级学生，样本的代

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年级的学生时应持谨慎态度。”敬请专

家谅解。 

在原稿中，我们没有将被试的来源作为协变量纳入交叉滞后模型进行控制，在本次修改

中，我们检验了主要研究变量在被试来源地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被试

的来源地作为协变量（进行虚拟编码）纳入模型进行统计控制。纳入被试的来源信息后，三

个交叉滞后模型的拟合指数及三个主要变量（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显著改变。因为纳入被试来源信息而导致的模型拟合指数和路

径系数的轻微变化均已经在结果呈现部分进行了全部修改（包括相关系数统计表），因修改

之处较多且变化轻微，请专家审阅结果部分的蓝色字体部分（含模型图中的蓝色字体部分）。 

以上修改和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我们将被试来源的差异检验和虚拟编码的过程报告如下： 

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来自湖北、贵州和四川的 4～6 年级学生三个时间点上

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差异。结果（表 1）表明，来自湖北、贵州和

四川的 4～6 年级学生三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采用 LSD 法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发现（表 1），差异主要集中在

来自湖北省的被试与来自贵州和四川的被试上（来自贵州与来自四川的被试在 T1 时的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T1 时的师生关系、T1 时的师生冲突和 T3 时的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差异，

但差异较小）。 

 

表 1  不同来源地 4～6 年级学生三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差异 

变量 1.湖北省

(n=703) 

2.贵州省 

(n=511) 

3.四川省 

(n=193) 

F 值 η
2
 事后比较 

T1 协商管理行为 4.58 ± 0.59 4.37 ± 0.67 4.15 ± 0.66 38.77*** 0.05 1>2, 1>3, 2>3 

T2 协商管理行为 4.59 ± 0.65 4.38 ± 0.67 4.33 ± 0.66 20.00*** 0.03 1>2, 1>3 

T3 协商管理行为 4.57 ± 0.71 4.32 ± 0.74 4.26 ± 0.72 23.61*** 0.03 1>2, 1>3 

T1 师生关系亲密 5.64 ± 1.37 5.00 ± 1.27 4.75 ± 1.01 55.91*** 0.07 1>2, 1>3, 2>3 

T2 师生关系亲密 5.67 ± 1.34 4.98 ± 1.28 4.90 ± 1.51 49.20*** 0.07 1>2, 1>3 

T3 师生关系亲密 5.74 ± 1.32 4.90 ± 1.42  4.93 ±1.24  66.53*** 0.09 1>2, 1>3 

T1 师生关系冲突 1.97 ± 1.11 2.28 ± 1.09 2.75 ± 1.18 40.26*** 0.05 1< 2, 1< 3, 2< 3 

T2 师生关系冲突 1.81 ± 1.05 2.42 ± 1.20  2.57 ± 1.17 59.04*** 0.08 1< 2, 1< 3 

T3 师生关系冲突 1.90 ± 1.14 2.41 ± 1.15 2.36 ± 1.14 32.69*** 0.04 1< 2, 1< 3 

T1 外化问题行为 1.44 ± 0.49 1.67 ± 0.47 1.64 ± 0.60 32.64*** 0.05 1< 2, 1< 3 

T2 外化问题行为 1.38 ± 0.45 1.63 ± 0.52 1.67 ± 0.61 49.55*** 0.07 1< 2, 1< 3 

T3 外化问题行为 1.41 ± 0.50 1.61 ± 0.48 1.52 ± 0.47 25.38*** 0.04 1< 2, 1< 3, 2< 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为了在正文中呈现相关分析的统计结果时的表格简洁，我们考虑将来自贵州和四川的被

试合并为一类，将被试来源分为两个地区：湖北、湖北以外地区（如果按被试的 3 个来源地

进行虚拟编码的话，会有两个虚拟编码，呈现时略显复杂。但我们在进行初步分析时也按照

3 分类对被试来源进行了虚拟编码，纳入了交叉滞后模型进行试运算，运算的结果显示，模

型的拟合指数和各路径的路径系数和按照下述的 2 类编码时基本没有区别）。并进一步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两类地区 4～6 年级学生三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外

化问题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表 2），两类地区（湖北；湖北以为地区）的 4～6 年级学生

在三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将被试来源分为两类地区（湖北；湖北以外地区）进行虚拟编码，纳入交叉滞后

模型进行统计控制。 

 

表 2  来源地合并后 4～6 年级学生三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差异 

变量 1.湖北省

(n=703) 

2.湖北省以外地区

(n=704) 

t 值 Cohen’s d 95%置信区间 

T1 协商管理行为 4.58 ± 0.59 4.31 ± 0.68 7.77*** 0.42 0.20 0.34 

T2 协商管理行为 4.59 ± 0.65 4.37 ± 0.67 6.28*** 0.33 0.15 0.29 

T3 协商管理行为 4.57 ± 0.71 4.31 ± 0.74 6.81*** 0.36 0.19 0.34 

T1 师生关系亲密 5.64 ± 1.37 4.92 ± 1.23 10.33*** 0.53 0.58 0.85 

T2 师生关系亲密 5.67 ± 1.34 4.96 ± 1.35 9.90*** 0.53 0.57 0.85 

T3 师生关系亲密 5.74 ± 1.32 4.91 ± 1.37  11.53*** 0.62 0.68 0.96 

T1 师生关系冲突 1.97 ± 1.11 2.41± 1.13 −7.41*** 0.40 −0.56 −0.33 

T2 师生关系冲突 1.81 ± 1.05 2.46 ± 1.20  −10.74*** 0.58 −0.76 −0.53 

T3 师生关系冲突 1.90 ± 1.14 2.40 ± 1.15 −8.07*** 0.43 −0.61 −0.37 

T1 外化问题行为 1.44 ± 0.49 1.66 ± 0.51 −8.05*** 0.42 −0.27 −0.16 

T2 外化问题行为 1.38 ± 0.45 1.64 ± 0.55 −9.89*** 0.53 −0.32 −0.21 

T3 外化问题行为 1.41 ± 0.50 1.58 ± 0.48 −6.78*** 0.37 −0.23 −0.1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意见 5：有些文献太早远，建议更新。例如，“我国 53.00%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外化

问题行为(陈汉红, 2005)”，有没有最新的调查数据，请作者查阅文献进行更新。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仔细对全部参考文献进行了核查，除了部分重要文献不便

更新外，其他参考文献我们尽量更新为近 5 年的文献，更新后近 5 年的参考文献为 36 篇，

占总参考文献（53 篇）的 67.92%。对专家指出的“我国 53.00%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

外化问题行为(陈汉红, 2005)”这一文献，我们更新为 2020 年的文献，此处修改为：“4~6 年

级学生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均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例如，有调查表明我国 41.50%的五年级学生存在注意力缺乏的外化问

题行为(梁新浩, 2020)。” 

 

意见 6：题目范围太大，是否应该限定与“小学生四—六年级”？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原稿题目的范围确实过大。已有文献提示，教师的协商管理行

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学生所处年级的影响（Ettekal & Shi, 

2020; Mcgrath & Bergen, 2015），因而初稿的题目不太合适。我们接受专家的建议，修改题

目并在小引言和“1.5 当前研究”部分增加选择 4~6 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题目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循环作用



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小引言部分对应修改为：“4~6 年级学生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频率和严

重程度均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 

“1.5 当前研究”部分对应修改为：“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率上升、程度加重(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而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4~6

年级学生对于自主的需求和对教师协商管理行为的需求也逐步增加(Ryan & Deci, 2017; 魏

书生, 2014)，故本研究选择 4~6 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意见 7：“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对自身、同学和教师均存在全面长期的负面影响(Aloe et al., 

2014; Collins et al., 2016; Malinen & Savolainen, 2016)。”这里提出长期的影响，当下短期的影

响呢？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专家指出了我们原稿表述不严谨的地方。事实上，学生的

外化问题行为既有短期影响，例如扰乱课堂教学秩序，从而影响同学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工

作（张彩云, 2015），也有长期影响，例如降低自身的学业成绩（Zhang et al., 2018）。我们将

此处的表述修改为：“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危害自身、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未来发展(Aloe et 

al., 2014; Collins et al., 2016; Malinen & Savolainen, 2016; Zhang et al., 2018; 张彩云, 2015 )。” 

 

意见 8：家庭经济状况采用自评有些不科学。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对专家的这一意见我们做如下解释和说明。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感知的师生关系（Jiang, Li, & Fang, 2018）、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Devenish et al., 2017）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原计划采用学生自

我报告的家庭月收入这一客观指标衡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Devenish et al., 2017; Quon & 

McGrath, 2014），但是在进行预调查的时候，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月收入（有学生当

场打手表电话问父母相关问题，测量时情况比较混乱），家庭经济状况的信息缺失比较多。

因相关文献表明自评的方式收集家庭经济状况也是比较可靠的方式之一（Devenish et al., 

2017; Quon & McGrath, 2014），所以我们采用自评的方式收集家庭经济状况（你家当前的经

济状况如何？5 级计分，贫困=1，富裕=5）。本研究不探讨家庭经济状况对班主任协商管理

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将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采用自评

的方式收集家庭经济状况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9：注意表述规范的问题，详见批注。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致地指出我们表述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修改批注！我们根据专家的批注

对表述规范的问题进行了仔细修改并反复检查。因修改之处较多且分散，此处未一一列出，

请专家审阅正文蓝色字体部分。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悉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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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总体意见：总体上，作者对第一轮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修改，文章和上次相比有一定的提升，

但仔细阅读后，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第一轮的意见中提出文章格式和参考文献等一些

问题，作者没有仔细修改。 

回应：感谢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和继续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我们按照您和另一位专

家提出的意见对稿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本轮修改在正文中用红色字体标注。 

关于专家提及的“如在第一轮的意见中提出文章格式和参考文献等一些问题，作者没有

仔细修改”这一问题，请允许我们向专家做一点解释。上一轮两位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后，我们对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均进行了仔细学习、并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逐一修改。



但投稿系统反馈给我们的修改意见（含附件中的批注）中没有专家对文章格式和参考文献的

修改意见，我们在修改过程中疏忽了对文章格式和参考文献的修改，导致了这些问题仍然存

在，这反映出了我们第一轮修改工作的不细致和不严谨，恳请专家原谅。非常感谢专家继续

指出文章格式和参考文献的问题,并给予了我们宝贵的修改机会，这对我们完善稿件有重要

的帮助！ 

在本轮修改中，我们仔细学习了《心理学报》对于参考文献的要求、并参考《心理学报》

已经发表的类似的文章，对文章的格式和参考文献进行了逐一检查和修改，具体的修改情况

请专家审阅我们对您的第 5和第 6条意见的修改。 

 

意见 1：文章题目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

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尤其突出了三个变量间的循环作用关系，但依据作者对第

二位审稿专家 意见 3 的第四条回复（P9）所述：本研究探讨三者间四条可能的相互影响路

径：“教师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

系——教师协商管理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外化问题——师生关系”；“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以及本研究的结果可知，本文探讨的关系并不

仅是三个变量间的循环作用，而是相互作用关系，因此题目及结果分析中使用 “循环作用关

系”是否不太恰当，而“相互作用关系”是否更合适？请作者对此进行思考。五个关键词的选

取需再斟酌，增加描述变量间关系的一词以及“追踪研究”和“交叉滞后”二者取其一是不是更

为恰当？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另一位专家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我们认真思考了两位

专家的意见，第一轮修改稿中的“循环作用关系”的表述确实不恰当，我们接受两位专家的建

议，将题目及正文（前言、结果分析、讨论和结论部分）的“循环作用关系”均修改为“相互

作用关系”或“相互作用过程”。题目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小学 4~6 年

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正文修改之处较多且比较分散，此

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结果呈现、讨论和结论部分的红色字体部分。 

关键词删除了“交叉滞后”一词，增加了“相关作用关系”一词。修改后的关键词为：“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系；相互作用关系；追踪研究”。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2：在“被试来源的差异检验和虚拟编码的过程报告如下”部分，结果发现“差异主要

集中在来自湖北省的被试与来自贵州和四川的被试上”，以此后面将被试来源分为两个地区：

湖北、湖北以外地区，据文中交代，湖北选择的是城区学校，贵州和四川均是农村学校，请

问是否考虑分组之后两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这两个分组的背后是被试的来源差异还是他们的

经济状况的差异？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对专家的这一疑问做如下说明。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看，T1 时的被试来源和 T1 时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呈中等程度的正向相

关（相关系数为 0.40，p < 0.001），来自湖北的被试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显著优于来自贵州

和四川的被试。这提示，不同来源地被试在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

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差异也许是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造成的。 

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将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和虚拟编码后的被试来源地同时纳

入回归方程、以考察差异是否主要由被试的经济状况差异造成的，如果被试来源的差异主要

是由于其经济状况的差异造成的，则虚拟编码后的被试来源对因变量（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不会显著。表 1 的结果表明，在同

时纳入被试来源和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的情况下，T1 时的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显著，T1 时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对

除了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和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外其他主要变量的预测作用

显著。而且，从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来看，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大于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的预测作用（具体结果请见表

1）。这提示，被试来源的差异不仅包含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还包含了其方面的重要差异

（如，其就读学校教师/班主任的专业素养、学校办学水平等）。 

 

 表 1 被试来源和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T1 被试来源（β） T1 自评家庭经济状况（β） 调整 R2 

T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0.16*** 0.10*** 0.05 

T1 师生关系亲密 0.23*** 0.09*** 0.07 

T1 师生关系冲突 −0.17*** −0.06* 0.04 

T1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0.18*** −0.06* 0.05 

T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0.13*** 0.09** 0.03 

T2 师生关系亲密 0.23*** 0.06* 0.07 

T2 师生关系冲突 −0.25*** −0.07* 0.08 

T2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0.24*** −0.05 0.07 

T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0.16*** 0.05 0.03 

T3 师生关系亲密 0.26*** 0.09** 0.09 

T3 师生关系冲突 −0.19*** −0.06* 0.05 

T3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0.14*** −0.10** 0.04 

注：被试来源为虚拟编码，湖北=1，贵州和四川=0。 

 

我们将被试的来源地和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同时纳入本研究最终的交叉滞后模型（在上一

轮修改时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结果发现，在纳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变量的情况下，T1 时

的被试来源对师生关系存在显著的纵向预测作用，T1 时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对 3 个主要变

量的纵向预测作用均不显著。例如，T1 时的被试来源地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

理行为(β = 0.03, p > 0.05)、显著正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10, p < 0.001)、显著负

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7, p < 0.05)、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β = − 0.01, p > 0.05）；T1 时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β = −0.02, p > 0.05)、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3,  p > 0.05)、不能显著预

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2, p > 0.05)、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5, p = 0.06）。这一结果进一步提示，被试来源的两个分组背后的差异不仅仅是家庭经济状

况的差异。因本研究重点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相

互关系，不探讨被试来源和家庭经济状况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

的影响，故我们将被试来源和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同时纳入交叉滞后

模型进行统计控制。 

两位专家的意见非常敏锐地指出了被试来源的重要性，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发现不同

来源的被试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不

但提醒我们在数据分析时需将被试来源作为重要的协变量,提升了数据分析的可靠性，还提

醒我们在后续的研究（尤其是在干预研究）中，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的实际情况。而且，专家的意见也启发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

探讨被试来源方面影响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的原因。 

以上考虑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3：作者修改新增的“4~6 年级学生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

均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直接放在外化问题行为定义之后，语言

显得生硬。如何定位到 4~6 年级学生？首先要先由小学生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渡，再细化到本

研究的研究对象。此外，突出研究对象的语句放在引言的一开始就不太恰当，通常在引言的

最后探讨本研究选取 4~6 年级学生的原因和意义即可。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我们仔细学习了心理学报上最近发表的相似文章（常淑

敏, 张丽娅, 王玲晓, 2019），对前言的表述进行了调整和修改，由中小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过渡到小学 4~6 年级学生（童年晚期）的外化问题行为。经过我们的反复思考和多次修改，

小引言第一段及第二段修改为： 

一直以来，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s)作为中小学生普遍而持久的学校适应不

良形式之一受到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Lansford et al., 2018; 张彩云, 2015)。随着

学生进入童年晚期(小学 4~6 年级)，其打架、撒谎、偷窃、多动、不服从等外化问题行为显

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学生童年晚期的外化问题行为危害自身、

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未来发展，例如，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与自身的低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

问题紧密相关(Collins et al., 2016; Lanas & Brunila, 2019; Zhang et al., 2018)、负面影响同学的

学习和生活(Lanas & Brunila, 2019; 张彩云, 2015)、导致教师较高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等

(Aloe et al., 2014; Malinen & Savolainen, 2016)。教师对小学 4~6 年级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进

行有效管理不但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 

在教师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众多方法中，协商管理(Cheon et al., 2020; Lewis et al., 

2005)和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Lei et al.,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因其良好的效果而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和运用。......。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4：作者解释“因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的实

证文献较少，” 故引言中陈述均为“教师协商管理行为”，但是作者的研究的是“班主任协商

管理行为”，以及在“当前研究部分”直接陈述“作为“家长”的班主任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管理学

生的外化问题行为”，由教师直接到班主任，略显突兀，建议还是要在在引言部分适当陈述。

以便文章的前后连贯。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原稿和第一轮修改稿中由教师直接到班主任确实让人感

觉比较突兀，我们仔细思考后，做了两个方面的调整和修改。首先，在小引言的末尾部分增

加关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和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的原因；其

次，对前言的文献综述部分的表述进行调整，将有文献支持的部分表述由“教师”调整为“班

主任”或“班主任/教师”，以降低由“教师”直接到“班主任”的突兀感。 

小引言部分（正文第三段）具体修改为：......在中国，班主任是管理中小学生在校期间

的外化问题行为的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班主任的管理行为对学生的

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较其他老师更大(江光荣, 2004; 魏书生, 2014)，探讨班主任的协商管理

行为、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有代表性。......。 

文献综述部分修改之处较多且比较分散，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前言部分的

红色字体部分。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5：个别句子不流畅不通顺、格式表述不规范。 （1）如 1.5 当前研究，第四、五行“但

目前缺乏多次测量的追踪研究对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三者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进行探讨”、“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上升、程度加

重( 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 （2）2.1 研究对象部分，第七、八、九行括

号内的内容请检查；3.2.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

滞后分析中第一段最后一行、3.2.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的交叉滞后分析第一段最后一行请检查。（这个问题在第一次意见中就提出）。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非常感谢专家细致地指出我们稿件表述不规范之处，根据

专家的意见，我们对稿件做了如下修改。 

（1）“但目前缺乏多次测量的追踪研究对教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

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讨”修改为“但目前缺乏多次测量的追踪研究探讨教师协商管

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

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上升、程度加重( 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修改为

“4~6 年级学生正处于童年晚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显著增加( 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但因为修改过程中对“1.5 当前研究”部分有较大调整，这两

句话均已经删除。 

（2）我们仔细检查了专家指出的“2.1 研究对象部分，第七、八、九行括号内的内容；

3.2.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中第一段最

后一行、3.2.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第

一段最后一行。”发现原稿对数据的报告存在较多不规范的地方，我们参考心理学报最新发

表的类似文章（陈红君 等, 2019），对相关的表述进行了修改。 

“2.1 研究对象部分，第七、八、九行括号内的内容”部分没有报告差异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自由度，我们进行了补充报告。具体修改为：对流失被试的分析结果显示，参加

全部 3 次调查的被试与流失的被试在性别[χ
2
(1)= 0.65，p = 0.42]、年龄[(t (1585)= −1.32，p = 

0.19)]及 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t(1585) = −0.96 p = 0.33)]、师生关系亲密[(t (1585)= − 

1.16, p =0.25)]、师生关系冲突[(t(1585) = − 0.12, p =0.91)]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t (1585)= 0.90, 

p =0.37)]上均未发现显著差异，表明被试为随机流失。 

“3.2.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中第一

段最后一行、3.2.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

析第一段最后一行”。这两个地方对交叉滞后模型拟合指数的报告不规范：缺自由度、显著

性，拟合指标报告的顺序不符合规范。 

“3.2.2”对应的部分具体修改为：对图 2 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表明拟合良好，χ
2
(18)=79.64, 

p < 0.001, CFI = 0.98, TLI = 0.95, RMSEA=0.05(90% CI = 0.04–0.06), SRMR = 0.02。 

“3.2.3” 对应部分修改为：对图 3 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拟合良好，χ
2
(18)=88.03, p 

< 0.001, CFI = 0.97, TLI = 0.92, RMSEA=0.05(90% CI = 0.04–0.06), SRMR = 0.03。 

此外，我们将“3.2.1”对应的不规范的地方修改为：对图 1 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拟

合良好，χ
2
(10)=41.83, p < 0.001, CFI = 0.98, TLI = 0.94, RMSEA=0.05(90% CI = 0.04–0.06), 

SRMR = 0.02。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6：参考文献格式存在不规范之处：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审稿中提出，但仍存在不规范之

处，如页码范围符号和页码之间应无空格、页码范围符号的书写，如第 11条和 12 条的页码

范围符号需更正（“页码范围符号是“–”， 不是“−”，注意两者的区别”。此为学报的参考

文献格式要求原文），请去官网下载《心理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著者−出版年制)详细要

求，逐一检查参考文献。 

回应：感谢专家的批评！我们仔细学习了《心理学报》对于参考文献的要求、并参考《心理



学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对参考文献进行了逐一检查和修改。除专家指出的 2篇参考文献的

格式错误外，另对 4 篇文献的页码范围符号错误和 27 篇文献的范围符号和页码之间存在空

格的情况进行了修改。 

……………………………………………………………………………………………………… 

 

审稿人 2意见： 

总体意见：经过一轮修改，有很大程度提高，但还有一些方面需要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稿件的细心审读和提出的

建设性修改意见！我们将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含批注中的修改意见）整理如下，逐一进行

修改和回应，本轮修改在正文中用红色字体进行标注。 

 

意见 1：问题提出部分，对于为什么考察这个研究问题阐述不够，让人突兀。 

我们将涉及这一意见的专家批注整理如下：“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 

(Cheon et al., 2020; Evertson & Weinstein, 2013; Lewis et al., 2005)和积极的师生关系(Crockett 

et al., 2017; Lee & Bierman, 2018; Lei et al.,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

的外化问题行为”句。你的研究为什么要关注教师的协商管理？就是这些变量出来很突兀，

没有很好地文献引入或问题提出？马上出来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你的研究的缘起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还比较缺乏，要补充。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第一轮修改稿对本文的主要变量“班主任的协商管

理”和“师生关系”的引入确实显得比较突兀。我们首先向专家简要报告我们关注班主任的协

商管理和师生关系的原因，然后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修改。 

因为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对自身、同学和教师存在较大的危害，所以如何管理学生的问

题行为一直是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研究者、学校心理学家和一线教

师开发了无数的技术、策略、课程和干预项目用于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Evertson & 

Weinstein, 2013; Lanas & Brunila, 2019）。这些技术和策略干预的对象存在差异，有的直接干

预存在外化问题行为的学生、有的通过干预家长间接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有的通过干

预教师间接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e.g. Evertson & Weinstein, 2013; Lanas & Brunila, 2019; 

Reeve, 2009; Sutherland, 2020）；各个干预策略背后所依据的理论也各有差异，如基于行为主

义的表扬、忽视、逻辑后果等（Lanas & Brunila, 2019; Sun, 2014），基于人本主义的积极关

注、温暖等（Cornelius–White, 2007; Lei et al., 2016），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学生自我管理等

（Lewis et al., 2005; Reeve, 2009; 魏书生, 2014）。在众多的技术和策略中，教师的协商管理

(Cheon et al., 2020; Lewis et al., 2005)和积极的师生关系(Lei et al.,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

因其对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具有良好的效果(短期和长期效果均较好)而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和运用。 

但是，我们在文献梳理的过程和实践工作中发现，教师是否采用协商管理和构建积极的

师生关系去干预学生是外化问题行为并是不完全由教师决定的。在面对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尤其是比较严重和反复出现的外化问题行为）时，教师的负面情绪和消极管理行为被激发

是比较自然(De Ruiter, Poorthuis, Aldrup, & Koomen, 2020; Ettekal & Shi, 2020; 魏书生, 2014; 

Williford et al., 2020)。教师及时觉察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自己的情绪和管理行为的影响，有

助于教师及时调整自己的管理行为，更加有效地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而且，在设计教

师专业发展项目时，如果一味地苛求教师必须采用积极的管理策略(如，协商管理)或者与存

在外化问题行为的学生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教师可能会对干预项目产生抵触心理。如果有

实证研究证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管理行为本身存在负面影响，不但可以提醒教师及时

注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作用，还可以让教师觉得自己是被理解而不是苛求的，教师会



更加有效、合理地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Kennedy, 2016; Williford et al., 2020）。 

最近的交叉滞后研究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师生关系的负面影响的探讨较多，但还没有

交叉滞后研究探讨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协商管理行为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在采用交叉

滞后模型同时考察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和教师协商管理行为时，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的积极

作用是会消失、还是展现出稳定的积极作用？基于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

师生关系和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三者可能相互影响，任何一方的改变均可能导致师生互动循

环的改变(Sameroff, 2009)。然而，已有研究提示，师生关系是师生间互动行为的结果(Mejia & 

Hoglund, 2016)、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在自然情况下减少的可能性较小(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由此推测，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可能是打破由学生外化问题启动的消

极的师生互动循环、启动积极的师生互动循环的关键，但目前没有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综上，鉴于教师协商管理和师生关系对干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作用、以及探讨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的负面影响的意义，我们采用交叉滞后研

究设计，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限于篇幅，我们在小前言部分简要地交待了我们关注教师协商管理和师生关系的原因，

简要介绍了研究的意义和缘起。具体修改如下，请专家审阅： 

......教师对小学 4~6 年级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不但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而

且还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 

在教师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众多方法中，协商管理(Cheon et al., 2020; Lewis et al., 

2005)和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Lei et al., 2016; Pakarinen et al., 2017)因其良好的效果而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和运用。然而，最近的交叉滞后研究的结果却为教师采用协商管理和构建积极的

师生关系的方法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一项基于课堂观察的交叉滞后研

究发现，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会降低教师管理行为的整体质量，但是教师的管理行为却不能

预测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Williford & Vitiello, 2020)。多项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学生的外化

问题行为能预测师生关系冲突的增加、进而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增加，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能预测师生关系亲密的降低、但师生关系亲密却不能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减少(Mejia 

& Hoglund, 2016; Roorda & Koomen, 2021; Skalická et al., 2015)。这些结果提示，学生的外化

问题行为可能会负面影响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驱动消极的相互作用过程。 

与验证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消极驱动作用相比，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更关心如何终止并

扭转由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驱动的消极的相互作用过程。发展心理学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Transactional Model; Sameroff, 2009)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之间持续、动态相互作

用的结果，在环境影响个体的同时、个体的特点和行为也会反作用于环境。基于该理论，教

师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相互影响，任何一方的改变均可能导致

相互作用过程的改变(Sameroff, 2009)。然而，师生关系是师生间行为的结果(Mejia & Hoglund, 

2016)、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在自然情况下减少的可能性较小(De Laet et al., 2016; Ettekal & 

Shi, 2020)。因此，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可能是终止由学生外化问题驱动的消极相互作用过

程、启动积极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关键，但尚需追踪研究对此进行验证。在中国，班主任是管

理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外化问题行为的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班主任

的管理行为对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较其他老师更大(江光荣, 2004; 魏书生, 2014)，探

讨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有

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将以动态相互作用模型为理论基础，关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

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2：英文大摘要要逐字逐句认真修改。 



我们将涉及英文大摘要的专家批注整理如下：(1)“reciprocal”，若是这个英文不能翻译成

循环，题目用“相互”更好。(2)英文摘要部分。英文摘要时态注意！一般结果都用过去式。

仔细看下 APA 英文摘要撰写要求，要注意一些时态。(3)班主任翻译成什么？应该是 header 

teacher 吧？这个单词一放，把你整个英语水平都拉低了，英语大摘要还要花功夫好好改。 

回应：感谢专家对英文摘要的细致审读和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对英文大摘要要进行

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并请英语专业人士对修改后的英文大摘要进行了再次修改和把关。 

对专家批注中提出的 3 个具体意见回应如下： 

（1）最近发表在权威期刊如《Child Development》上的与本研究相似的交叉滞后研究

均采用的是“reciprocal”一词（Crockett et al., 2017; Roorda & Koomen, 2021）。且“reciprocal”

一词翻译为“循环”确实不太合适，我们将对应的中文题目中的“循环作用”修改为“相互作

用”； 

（2）我们按照 APA 的英文摘要撰写要求，对整个英文大摘要的时态进行了仔细修改，

并请英语专业人士进行了把关； 

（3）我们查阅了国内《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上》的文献对于班主任一词的翻译，

发现国内有学者将其翻译为“class teacher”（卢家楣, 王俊山, 刘伟, 2014; 王俊山, 卢家楣, 

2015），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header teacher”（李若璇,刘红瑞, 姚梅林, 2019; 石雷山, 高峰

强, 2020），但近年来的文献大多将“班主任”翻译为“header teacher”。我们接受专家的宝贵建

议，我们将“班主任”翻译为“header teacher”。 

英文大摘要修改之处较多，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中英文摘要中的红色字体

部分（稿件倒数第 3 页和倒数第 2 页）。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3：题目，指明小学生或在“4—6 年级”前面加小学；用“循环”作用是否合适？相互？交

互？心理学中有这种说法吗？再确认。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做了如下修改： 

（1）在题目“4—6 年级”前面增加了“小学”，修改为“小学 4~6 年级”；题目中的“循环作

用关系”修改为“相互作用关系”。题目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小学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2）正文中涉及的“循环作用关系”的相关表述修改为“相互作用关系”或者“相互作用过

程”；正文中“4~6 年级”修改为“小学 4~6 年级”。因正文中修改的地方较多且比较分散，此处

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中的红色字体部分。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4：摘要，“可为班级管理实践工作提供启示 ”句，什么启示可简短概括，否则很空，

说了等于没说。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可为班级管理实践工作提供启示”句进行了修改，简

短概括了研究结果对班级实践工作的启示，具体修改为：研究结果支持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提示班主任在警醒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驱动作用的同时、可有意识地利用协商管理行为

的积极驱动作用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5：开篇即介绍什么是外化问题行为，你这里是专指学习上的外化问题行为？你的定义

里是违反教学要求。若是这样要突出学习上，这块我不是很了解，总感觉和我们一般理解的

外化问题行为的界定是不大一致的，若你的研究聚焦学业上的外化问题，这里更要突出明确，



否则读者会理解为一般的外化问题行为。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首先，我们为原稿表述不严谨向专家致歉。我们的研究

关注的是学生的一般性的外化问题行为，采用的测量工具也测量的是学生的打架、撒谎、欺

骗、偷窃、不服从、多动等一般性的外化问题行为(Goodman, 2001; Lansford et al., 2018)。但

是我们在对外化问题行为进行说明时所举的例子不恰当，容易让人误解，容易让人以为我们

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业上的外化问题行为。我们重新引用权威的文献举例说明外化问题行为

(Goodman, 2001; Lansford et al., 2018)，研究工具部分也增加了示例。 

小引言第一段对应修改为：一直以来，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s)作为中小学

生普遍而持久的学校适应不良形式之一受到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Lansford et al., 

2018; 张彩云, 2015)。随着学生进入童年晚期(小学 4~6 年级)，其打架、撒谎、偷窃、多动、

不服从等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 

测量工具相应部分修改为：采用 Goodman(2001)编制的困难与长处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中文版(许文兵 等, 2019)的品行问题(Conduct Problems)和多

动——注意不能(Hyperactivity−Inattention)分问卷测量学生自我报告的外化问题行为(例如，

打架、说谎、偷窃、多动等)。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6：“有调查表明我国 41.50%的五年级学生存在注意力缺乏的外化问题行为(梁新浩, 

2020)”句。“注意力缺乏”这一外化问题行为不是太典型，如攻击行为、欺凌行为、自杀自伤

行为等才是学生中关注比较多的外化问题行为。你这里是指一般的外化问题行为还是特指学

业上的？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指出了我们初稿表述不严谨的地方，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

学生的一般性的外化问题行为，不是特指学业上的外化问题行为。采用的测量工具也测量的

是学生的打架、撒谎、欺骗、偷窃、不服从、多动等一般性的外化问题行为(Goodman, 2001; 

Lansford et al., 2018)。但是我们在对外化问题行为进行说明时所举的例子不恰当，容易让人

误解，认为我们关注的是学生学业上的外化问题行为。我们重新引用权威的文献举例说明外

化问题行为(Goodman, 2001; Lansford et al., 2018)，删除了注意力缺乏的例子，研究工具部分

也增加了示例。 

引言部分具体修改为：：一直以来，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s)作为中小学生

普遍而持久的学校适应不良形式之一受到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Lansford et al., 

2018; 张彩云, 2015)。随着学生进入童年晚期(小学 4~6 年级)，其打架、撒谎、偷窃、多动、

不服从等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 

测量工具相应部分修改为：采用 Goodman(2001)编制的困难与长处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中文版(许文兵 等, 2019)的品行问题(Conduct Problems)和多

动——注意不能(Hyperactivity−Inattention)分问卷测量学生自我报告的外化问题行为(例如，

打架、说谎、偷窃、多动等)。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7：“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危害自身、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未来发展 ”句。如何影响，

有什么危害，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还需稍微花些笔墨阐述一下，突出你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比如你为什么不关注内化问题而是外化问题？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原稿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危害自身、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

未来发展”的描述确实比较空洞，我们对这一描述进行了适当的扩展。 

外化问题行为是指儿童青少年外在表现出来的不受控制的行为，例如打架、撒谎、欺骗、



偷窃、多动等，而内化问题行为是指个体内在感受的不良行为，例如，焦虑、社会退缩、抑

郁症状（Goodman, 2001; Lansford et al., 2018）。两者均对个体的当前及长期发展有负面影响

（Roorda & Koomen, 2021），但相比而言，外化问题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更大一些，例如，学

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不但会影响自身发展，还会影班级中其他同学的学习（张彩云, 2015）和

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Aloe et al., 2014; Malinen & Savolainen, 2016)。因此我们选择学生的外

化问题行为而不是内化问题行为作为我们的关注对象,但专家的建议给我了我们很好的启

发，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会关注教师管理行为（不限于协商管理）与学生内化问题行为的

相互作用，而且，教师管理行为与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也

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我们在修改稿中直接阐述外化问题行为的危害性，没有展

开论述我们为什么没有关注外化问题行为的原因，请专家谅解。 

小引言对应修改为：一直以来，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s)作为中小学生普遍

而持久的学校适应不良形式之一受到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Lansford et al., 2018; 

张彩云, 2015)。随着学生进入童年晚期(小学 4~6 年级)，其打架、撒谎、偷窃、多动、不服

从等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学生童年晚期的外化

问题行为危害自身、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未来发展，例如，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与自身的低

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问题紧密相关(Collins et al., 2016; Lanas & Brunila, 2019; Zhang et al., 

2018)、负面影响同学的学习和生活(Lanas & Brunila, 2019; 张彩云, 2015)、导致教师较高的

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等(Aloe et al., 2014; Malinen & Savolainen, 2016)。教师对小学 4~6 年级

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不但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8：建议将研究意义单独成段为 4.3，局限和展望单独成段为 4.4，稍微扩展，因为这个

也是本文结果在以后的教育中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回应：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我们将研究意义单独成段为 4.3，局限和展望单独成段

为 4.4，并对研的实践意义进行了适度扩展，具体修改如下，请专家审阅：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班主任

在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自己的协商管理行为

的负面“驱动”作用，可帮助班主任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商管理行为、终止由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驱动的消极相互作用过程；更重要的是，班主任可有意识地利用协商管理行为的积极驱动作

用，启动积极的相互作用过程，从而有效干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其次，在设计班主任专

业发展干预项目时，一方面可以推荐班主任采用协商管理的策略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另一方面，意识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会负面影响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可以同

感、共情班主任、让班主任觉得自己是被理解而不是苛求的，有助于提升班主任对干预项目

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进而有效促进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9：其他文字表述规范的问题，详见批注。 

回应：感谢专家的对稿件文字表述的细致修改！我们对批注中专家修改的文字表述进行了认

真学习和修改。因修改之处较多且分散，此处未一一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红色字体部分。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悉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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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总体意见：“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小学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

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总体上，作者对两轮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修改，文章较之前相比有很

大的提升。根据作者的回应与文章内容，仔细阅读后，提出一些疑问： 

回应：感谢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和继续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我们仔细学习和思考了

您和另外一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对稿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本轮修改在正文中

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 1：根据作者对审稿专家 1 中第二条意见的回应，“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大于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的预测作用”是

否可以理解为被试来源对于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三个变量的影响



更大？在最新一稿的修改中，“图 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

型图”，在控制被试来源之后，路径系数相较于第一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此可否解

释？（左图是作者最新一次的修改，右图是作者原稿）（同样的疑问也存在图 2 和图 3 中）。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致审读和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对专家这一疑问的理解是，既然被试来源

对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较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大，那么在将

被试来源加入交叉滞后模型后，与原模型相比，班主任协商管理、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三者间的多数路径系数的值应该要发生变化（从逻辑上讲，路径系数的值应该要变小）。

专家的意见敏锐而专业！我们仔细核对了原稿和第一轮修改后的 3 个交叉滞后模型的路径系

数，发现在第一轮修改控制被试来源后，3 个交叉滞后模型的路径系数有一些变化，但是变

化不大（路径系数值的变化不大，发生变化的路径系数的数量也不多），且变化主要集中在

时间 2 的主要变量对时间 3 的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上。这提示，第一轮修改时，在将被试来

源纳入交叉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统计上的错误（或疏漏）。 

我们向专家诚实地报告，经过对原始数据、交叉滞后模型构建和检验的过程的仔细核查，

我们发现，我们在第一轮修改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的统计上的疏漏（错误）。在第一轮修改时，

因为修改 Mplus 语句时的粗心，在修改模型 1 时，我们控制了被试来源对时间点 1 和时间

点 3 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师生关系冲突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但没有控制被试来源对时间点 2 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师生关系冲突和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而且，因为模型 2 和模型 3 的语句是在模型 1 的语句的基础上复

制修改的，导致了 3 个模型均存在同样的错误。在模型运行出结果后，因为在正文中未报告

协变量（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和被试来源）预测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我们只查看了

修改后的模型的拟合情况和主要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据此对稿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没

有仔细检查修改后的交叉滞后模型的全部运算结果，导致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统计错误。 

在第二轮修改时，在回复审稿专家 1 关于“两个分组的背后是被试的来源差异还是他们

的经济状况的差异”这一意见的过程中，我们所做的简单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大于自评家庭经

济状况的预测作用。但是我们没有深入思考这一结果的潜在意义：即，既然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大于自评家庭经济状

况，那么在将被试来源纳入交叉滞后模型时后，与未纳入被试来源时相比，模型中主要变量

间的路径系数应该要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再次疏忽了对交叉滞后模型全部分析结果的检

查，导致了第一轮修改时的统计错误仍然存在。 

专家的意见敏锐地指出了我们修改之后的交叉滞后模型的不合理之处，在专家的这一宝

贵意见的提醒下，我们发现了第一轮修改过程中的统计错误（疏漏）。在感到深深后怕的同

时，我们感到万分庆幸，庆幸专家敏锐而专业的质疑让我们及时发现了错误、没有让错误继

续！非常感谢专家的专业意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前两轮修改过程中的统计疏漏和错误，

我们为此深感抱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重新对 3 个交叉滞后模型进行了修改和完

善，控制了被试来源对全部 3 个时间点上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师生关系

冲突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我们对修改后的模型的 Mplus 语句和全部计算结果进行

了全面检查，并根据重新计算的结果对正文（主要是结果呈现和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希

望我们的修改能得到专家的原谅！我们首先将重新计算后的全部结果及其与初稿结果的对比

情况详细报告如下。 

3.2.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 

修改后的交叉滞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主要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构建如图 1 所示的

假设模型，对图 1 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拟合良好，χ
2
(2) = 4.66, p = 0.09,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3 (90% CI = 0.00−0.07), SRMR = 0.01。模型路径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学



生年龄、性别、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和来源地)、自回归和同时相关后，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

理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6, p = 0.01)，T2 时的学生外化

问题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11, p < 0.001)；T1 时的学生

外化问题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10, p < 0.001)，T2 时的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10, p < 0.001)。 

4 个协办量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纵向预测情况：（1）年龄不能

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 p = 0.29)、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37, p = 0.12)、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4, p = 0.053)、显著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9, p < 0.001)；（2）性别不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β = −0.04, p = 0.11)、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33)、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03, p = 0.89)、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33)；（3）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显著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7, p = 0.02)、

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58)、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

行为(β = −0.02, p = 0.49)、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4, p = 0.07)；（4）被

试来源不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 p = 0.25)、显著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

问题行为(β = −0.12, p < 0.001)、显著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7, p = 0.009)、

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38)。因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了呈现简洁，我们参

考《心理学报》和其他权威期刊如《Chil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类似文章( Roorda & Koomen, 

2021; 熊猛, 刘若瑾, 叶一舵, 2021)，在正文中没有报告协变量预测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 

主要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变化情况：（1）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2 时的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08 变为−0.06（变化值为 0.02）；（2）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12 变为−0.10（变化值为 0.02）；（3）T2 时

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3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11 变为−0.10（变化值为

0.01）；（4）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12 变

为−0.11（变化值为 0.01）。主要变量间路径系数变化情况专家还可审阅修改后图 1 和原稿图

1（图中的蓝色字体为第一轮修改时发生变化的路径系数，绿色字体为本次修改时发生变化

的系数，下同）。总体而言，与原稿相比，模型 1（图 1）中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没有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

不显著、也没有路径系数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修改后图 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原稿图 1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3.2.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 

修改后的交叉滞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主要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对图 2 的模型进行

拟合，结果表明拟合良好，χ
2
(6) = 22.78, p < 0.001, CFI = 0.99, TLI = 0.96, RMSEA = 0.05 (90% 

CI = 0.03−0.06), SRMR = 0.01。模型路径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学生年龄、性别、自评家庭经

济状况和来源地)、自回归和同时相关后，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正向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8, p = 0.002)、不能跨时间点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1, p = 0.81)，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正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6, p = 0.01)、负向预测 T3 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6, p = 0.02)；T1 时的师生关系亲

T1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T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T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T1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T2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T3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0.32*** 

−0.1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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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0.35*** 

0.21*** 

0.37*** 

−0.11*** 

0.22*** 

−0.18*** −0.23*** −0.12*** 

T1 协商管理行为 T2 协商管理行为 T3 协商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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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4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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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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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13, p < 0.001)、正向预测 T2 时的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26, p < 0.001)，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9, p = 0.002)、正向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25, p < 

0.001)；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5, 

p = 0.04)和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7, p = 0.003)；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跨时间点

负向预测T3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6, p = 0.01)和T3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8, 

p < 0.001)。 

4 个协办量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纵向预测情

况：（1）年龄不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3, p = 0.17)、不能预测 T2 时的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34, p = 0.16)、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2, p = 0.41)、

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5, p = 0.12)、显著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

题行为(β = 0.09, p < 0.001)、不能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1, p = 0.67)；（2）性别不

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43, p = 0.07)、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β = 0.02, p = 0.36)、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42, p = 0.07)、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1, p = 0.58)、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3, 

p = 0.21)、不能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2, p = 0.26)；（3）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显著

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6, p = 0.03)、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1, p = 0.71)、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04, p = 0.87)、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2, p = 0.54)、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5, p = 

0.07)、不能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034, p = 0.13)；（4）被试来源不能预测 T2 时的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01, p = 0.99)、显著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10, p < 

0.001)、显著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11, p < 0.001)、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

管理行为(β = 0.03, p = 0.20)、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1, p = 0.72)、显著

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β = 0.10, p < 0.001)。 

主要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变化情况：（1）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2 时师生关系

亲密的路径系数由 0.09 变为 0.08（变化值为 0.01）、对 T2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

由−0.02 变为−0.01（变化值为 0.01），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对 T3 时师生关系亲密的路

径系数无变化（均为 0.06）、对 T3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07 变为−0.06（变化

值为 0.01）；（2）T1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对 T2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15 变为

−0.13（变化值为 0.02）、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不变（均为 0.26），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对 T3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不变（均为−0.09）、对 T3 时的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26 变为 0.25（变化值为 0.01）；（3）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06 变为−0.05（变化值为 0.01）、对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的路径系数由−0.10 变为−0.07（变化值为 0.03），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对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07 变为−0.06（变化值为 0.01）、对 T3 时

的师生关系亲密的路径系数由−0.09 变为−0.08（变化值为 0.01）。主要变量间路径系数变化

情况专家还可审阅修改后图 2 和原稿图 2。 

整体而言，与原稿相比，模型 2（图 2）中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和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没有路径系数由显著

变为不显著、也没有路径系数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修改后图 2 班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原稿图 2 班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与学生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3.2.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 

修改后的交叉滞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主要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对图 3 的模型进行

拟合，结果表明拟合良好，χ
2
(6) = 16.90, p = 0.009, CFI = 0.99, TLI = 0.96, RMSEA = 0.04 (90% 

CI = 0.02−0.06), SRMR = 0.01。模型路径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学生年龄、性别、自评家庭经

济状况和来源地)、自回归和同时相关后，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10, p < 0.001)和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7, p = 0.01)，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10, p < 0.001)

和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9, p < 0.001)；T1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不能跨时间点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42, p = 0.11)、能负向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16, p < 0.001)，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不能跨时间点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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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p = 0.096)、能负向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14, p < 0.001)；T1 时的外

化问题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7, p = 0.001)、正向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11, p < 0.001)，T2 时的外化问题行为跨时间点负向预测 T3 时的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8, p = 0.001)、正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12, p < 

0.001)。 

4 个协办量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纵向预测情

况：（1）年龄不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 p = 0.22)、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

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36, p = 0.13)、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34, p = 0.15)、不

能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7, p = 0.10)、显著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β = 0.09, p < 0.001)、不能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1, p = 0.79)；（2）性别不

能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3, p = 0.27)、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β = 0.02, p = 0.48)、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2, p = 0.47)、不能预测 T3 时的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1, p = 0.69)、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2, p = 

0.36)、显著正向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5, p = 0.03)；（3）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显著

预测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6, p = 0.02)、不能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1, p = 0.59)、不能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2, p = 0.43)、不能预测 T3 时的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1, p = 0.69)、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4, p = 

0.08)、不能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1, p = 0.61)；（4）被试来源不能预测 T2 时的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β = 0.02, p = 0.57)、显著预测 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11, p < 

0.001)、显著预测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16, p < 0.001)、不能显著预测 T3 时的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β = 0.04, p = 0.09)、不能预测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β = −0.01, p = 0.57)、

显著预测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β = −0.07, p = 0.01)。 

主要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变化情况：（1）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 T2 时师生关系

冲突的路径系数由−0.15 变为−0.10（变化值为 0.05）、对 T2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

由−0.07 变为−0.05（变化值为 0.02），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对 T3 时师生关系冲突的路

径系数无变化（均为−0.09）、对 T3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无变化（均为−0.09）；（2）

T1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对 T2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06 变为 0.04（变化值为

0.02）、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不变（均为−0.16），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

对 T3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05 变为 0.04（变化值为 0.01）、对 T3 时的班主任

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11 变为−0.14（变化值为 0.03）；（3）T1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对 T2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由−0.08 变为−0.07（变化值为 0.01）、对 T2 时

的师生关系冲突的路径系数由 0.14 变为 0.11（变化值为 0.03），T2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对 T3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路径系数不变（均为−0.08）、对 T3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的路

径系数由 0.13 变为 0.12（变化值为 0.01）。主要变量间路径系数的变化情况专家还可审阅修

改后图 3 和原稿图 3。 

整体而言，与原稿相比，模型 3 中的有两条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T1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对 T2 时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06 变为 0.042、显著性由 p 

= 0.02 变为 p = 0.11、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了不显著；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对 T3 时学生外

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 0.05 变为 0.043，显著性由 p = 0.08 变为 p = 0.096，路径系数由显

著变为了不显著。 



 
修改后图 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原稿图 3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冲突与学生问题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图 

 

综合 3 个模型重新计算后的结果来看，在纳入学生来源这一重要的协变量后，全部 3

个模型共 28 条交叉滞后路径系数（模型 1 共 4 条、模型 2 和模型 3 各 12 条）中，有 21 条

路径系数的值发生了变化（其中，1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5、3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3、5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2、12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1）、7 条路径系数没有变

化。模型 1（图 1）和模型 2（图 2）中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模型

3（图 3）中师生关系冲突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显著性发生

了实质性的改变（虽然其变化值分别仅为 0.02 和 0.01，但因为在没有纳入被试来源前，这

一路径系数的值就比较小，处于显著的边缘，所以这两条路径系数变为不显著了）。经过本

轮的修改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在原稿的

模型 3 中，师生关系冲突能纵向预测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其中一条路径系数为边缘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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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修改后的模型 3 中，师生关系冲突不能纵向预测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但研究的结果更

加可靠了。 

经过重新计算和仔细核查后，我们再来回答专家的问题：“在控制被试来源之后，路径

系数相较于第一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此可否解释？”我们尝试做以下解释。 

首先，“在控制被试来源之后，路径系数相较于第一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根本原

因是我们第一轮修改时出现了统计错误。从重新计算后的结果看，在控制被试来源对 3 个时

间点上主要变量的影响后，3 个模型的拟合结果均良好（甚至略有优化），3 个模型中主要变

量（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亲密/冲突、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间的全部 28 条交叉滞

后路径系数中，有 21 条路径系数发生了变化（其中，1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5、3 条路

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3、5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2、12 条路径系数的变化值为 0.01）。

21 条路径系数的值发生变化，表明在控制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主要变量的影响后，主

要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较原稿发生了较大变化（即，发生变化的路径系数的数量较多）。其次，

一般而言，除了研究目的是探讨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的研究外，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是小于研究

拟考察的主要变量的影响的。在本研究中，在控制被试来源对 3 个时间点上主要变量的影响

后，模型的多数路径系数发生变化是应该的，但是路径系数的值也不宜发生很大的变化。如

果控制被试来源后，大部分路径系数的值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值大幅度减小）或实质性的

变化（如，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则表示被试来源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

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大于三个主要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本轮修改后的

模型分析结果及路径系数的变化情况表明，被试来源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

化问题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同时结果也表明，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

化问题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还是受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总体而言，在控制被试来

源对 3 个时间点上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等三个主要变量的影响

后，三个主要变量间的大多数路径系数发生了变化、同时路径系数的值的变化又不是很大是

比较合理的。不知道我们的修改和解释是否可以回答专家的疑问。 

专家敏锐而专业的质疑对我们有重要帮助！首先，专家的质疑让我们发现了修改过程中

的统计错误，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并对错误进行了修改、避免了错误的

继续，提高了我的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其次，专家的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了相

关的统计学知识。第三，根据专家的这一意见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提醒我们在后续的研究

中，需要重视被试来源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的影响。最后，最

重要的是，专家的这一意见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中，一个细微的疏漏或错误有

可能会严重影响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应该要时刻保持谨慎和细心，这对

我们以后的研究和学习是重要的警醒和鞭策！ 

根据重新计算的结果，我们对“3.2 交叉滞后模型的构建及检验”部分及讨论部分的相应

内容进行了修改。 

“3.2 交叉滞后模型的构建及检验”部分（含模型图）修改之处较多且分散，此处未一一

列出，请专家审阅正文第 54-57 页的绿色字体部分。 

讨论部分的主要修改之处为： 

第 59 页：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明，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提升 T2 时的师生关

系亲密、降低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并通过师生关系亲密减少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表明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可通过师生关系亲密间接影响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Crockett et 

al., 2017; De Lee & Bierman, 2018)。 

第 59 页：本研究发现，T1 时的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会降低 T2 时的师生关系亲密、增

加 T2 时的师生关系冲突，并通过师生关系亲密间接影响 T3 时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以上解释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2：文中个别长句，读起来拗口，如“与 Williford 和 Vitiello(2020)的交叉滞后研究认为

教师管理行为不能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结果不一致。”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致审读和宝贵建议！我们将这句话修改为“与已有研究认为教师的管理

行为不能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结果不一致(Williford & Vitiello, 2020)”。同时，我们对全

文进行了多次出声阅读和修改，尽力避免拗口的长句。 

如仍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继续批评指正。 

 

意见 3：请作者检查文中的表述和空格问题，如“在控制控制协变量(年龄、性别、自评家庭

经济状况和来源地)”、“2.1 研究对象部分被试在性别[χ
2 
(1) = 0.65，p = 0.42]、年龄[(t (1585) 

= ?1.32，p = 0.19)]及 T1 时的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t (1585) = ?0.96 , p = 0.33)]”。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致审读和宝贵建议！我们仔细阅读了全文，除对专家指出的句子中的重

字问题进行修改外，我们还对全文 30 余处语言表述方面的问题（重字、多字、少字、概念

表述前后不统一等）进行了修改。并对文中的空格进行了规范，删除等号前多余的空格、保

持等号前后均一个空格（共对全文 20 余处空格问题进行了规范）。 

如仍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继续批评指正。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这次修改后进步很大，基本没什么其它意见了，觉得可以发表了，但建议把纵向研

究改成交叉滞后研究，因为虽然你的研究数据追踪了三次，但你只是用了交叉滞后来分析，

没有用到纵向研究经典的潜变量增长模型等来处理，所以还是用交叉滞后分析更明确。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和继续提出的宝贵建议！ 

我们将中文题目修改为：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小学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交叉滞后研究。英文题目对应修改为：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among 

header teacher’s negotiation management behavio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from grade 4 to 6 : A cross-lagged study。 

中文关键词“追踪研究”修改为“交叉滞后研究”，对应的英文关键词修改为“Cross-lagged 

study”。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2：摘要部分：“在 1 个学年中，采用问卷对 1407 名小学 4~6 年级学生进行了 3 次追踪

测量”中的“问卷”应为“问卷法”。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心审读和宝贵建议！我们将这句话修改为：在 1 个学年中，采用问卷法

对 1407 名小学 4~6 年级学生进行了 3 次追踪测量。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悉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回应涉及的参考文献： 

熊猛, 刘若瑾, 叶一舵. (2021). 单亲家庭儿童相对剥夺感与心理适应的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心理

学报, 53(1), 67–80. 

Roorda, D. L., & Koomen, H. M. Y. (2021).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s and Students’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s: A Cross-Lagged Study in Secondary Edu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92(1), 174–18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进行了认真修改，最后可以提交编委会，建议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对我们的工作的积极肯定！ 

 

 

编委专家意见： 

总体意见：作者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多次修改，论文质量有所提升，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和提出的宝贵的专业意见！我们仔细学习和思考

了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对稿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对少数无法修改的地方进行了解

释）。本轮修改在正文中用紫色字体标注。 

 

意见 1：引言部分：将小学 4-6 年级称为童年晚期，不严谨。目前国内外发展心理学一般将

小学阶段称为童年中期或学龄初期或小学期，小学 4-6 年级，一般称为小学中高年级即可；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国外似乎没有班主任，国内有多少班主任采用了这

种协商管理模式？研究文献中未见国内专家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1.5 当前研究，不必特意

加这个小标题。 

回应：感谢专家的悉心审读和宝贵的专业建议！专家的这一意见涉及几个不同方面的问题，

请允许我们分别进行回应和修改（我们用楷体字标注专家的意见原文，以便与回应区别）。 

（1）“将小学 4-6 年级称为童年晚期，不严谨。目前国内外发展心理学一般将小学阶段

称为童年中期或学龄初期或小学期，小学 4-6 年级，一般称为小学中高年级即可”。感谢专

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接受专家的批评！原稿将将小学 4-6 年级称为童年晚期，确实不严谨，

我们将“童年晚期”这一表述修改为“小学中高年级”。引言对应的部分修改为：“随着学生进

入小学中高年级(小学 4~6 年级)，其多动、不服从、撒谎、打架等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增加

(Lansford et al., 2018; Petersen et al., 2015)。” 

（2）“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国外似乎没有班主任，国内有多少班主

任采用了这种协商管理模式？研究文献中未见国内专家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感谢专家的

宝贵意见！我们先总体回答专家的这一问题：班主任（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确实存在文化

差异；国外（尤其是西方教育制度下）没有班主任；一线班主任的经验介绍、专著等资料提

示，国内较多班主任使用了协商管理这一策略；经过详细的文献检索（并根据我们的文献积

累），目前没有实证研究考察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使用频率、效果及影响因素。然后分别

详细说明如下（回答的顺序有所调整）。 

① 国外（尤其是西方教育制度下）确实没有班主任。以美国为例，美国小学的主流学

制是包班制（李怡明, 2009），一位教师教授全部课程（有的学校把体育、音乐等分出来分科

授课），而且，低年级的包班教师往往还扮演着生活照料的保姆角色（江光荣, 2002;李怡明, 

2009）。在小学阶段，美国的包班教师不但负责教学，还负责管理学生的行为,在这一点上，

与国内的班主任负责经营班级、全面管理学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江光荣, 2002; 李怡明 

2009）。美国的中学的主流则是选科制，学生虽然编班（如果年级人数不多也就是一个年级

一起），但只是早上上学时去班（级）上报个到，午后也去半小时听取一些通知事项等，上

课是按各人的课表在不同教室间“跑课”。班上也有一位教师，称为 homeroom teacher，由学

科或非学科教师兼任，但 homeroom teacher 只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并不实际从事教育工作

（黄小莲, 刘力, 2010）。 



② 国外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国内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如

上所述，国外没有班级这一设置，只有课堂，因此，国外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以及其他管

理行为）主要发生在课堂上（Evertson & Weinstein, 2013）。而中国的班主任除了管理自己所

任教科目的课堂上的学生行为外，还要负责管理所担任班级的学生课堂外（校园内）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中小学的班级就像是中国中小学生的“第二个家”，班主任

就像是这个家的“家长”（江光荣, 2002; 江光荣, 2004）。少量跨文化研究证实，中外教师在

管理学生（含管理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与学生进行协商讨论、让学生参与管理的行为

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Lewis 等（2005）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了澳大利亚、中国和以色列的

教师与学生协商讨论、学生参与管理外化问题行为的教师行为。被试包含 4183 名澳大利亚

学生和 491 名教师、836 以色列学生和 91 名教师、502 名中国大陆学生和 159 名教师。结果

表明，中国教师的平均得分为 4.35 分、以色列教师的平均得分为 3.36 分、澳大利亚教师的

平均得分为 3.28 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教师与学生协商讨论的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

以色列教师和澳大利亚教师（F = 71.92, p < 0.001）。但是，遗憾的是，这项实证研究中并没

有明确中国大陆的教师被试是否为班主任。 

③ 国内班主任的经验总结提示，较多的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含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

的过程中采用了协商管理的方式。例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优秀班主任魏书生在其著作《班

主任工作漫谈》、李镇西在其著作《做最好的班主任》中均重点突出民主治班（李镇西, 2014; 

魏书生, 2014），民主治班这一班级管理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即“协商”，班主任就班级管理中

的各种事务（含学生的各种问题行为）与学生进行协商、讨论，听取学生的声音、尊重学生

的意见、让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中。例如，有研究者在分析魏书生和李镇西的班级管理思想

时总结道：在班级管理方面，他们（指魏书生和李镇西）的共同之处就是“充分放权，民主

协商”......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教师始终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主宰地位和管理

上的统治地位，学生虚心领悟、谦恭求教、接受管理，在师生之间的这种“授受”、“管制”

关系中，根本谈不到自由思考空间和协商讨论。......而在魏书生和李镇西的民主教学实践中，

正是对这一传统弊端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使师生的身心和情智都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发展和

个性解放。......在班级管理中通过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了“人人都是

自己学习的主人”、“人人是班集体的主人”、“个个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武松, 2014）。

在我们的前期工作及现在进行的干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以魏书生、李镇西为代表的优秀

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思想和事例对诸多一线班主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知网进行

检索，有数十篇北大核心以上的文献提倡班级管理过程中需要和学生进行协商、或介绍如何

与学生进行协商（讨论、商量）。 

④ 据我们详细的文献检索及文献积累（我们的小组关照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已有近 6 年

的时间），目前没有国内专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有多少比例的班主任采用了协商管理行为（或

协商管理模式），考察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学生发展（含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也

十分缺乏。但一些相似的实证研究可提供一些间接的证据（李若璇, 刘红瑞, 姚梅林, 2019）。

例如，一项包含了 2941 名青少年被试的实证研究考察了班主任的自主支持行为（协商管理

行为和自主支持行为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均是班主任民主管理思想重要的外在行为表现

形式），结果表明，56.21%的班主任为较高的自主支持（划界分为 3.42 分）、32.91%的班主

任为高自主支持行为（划界分为 4.47 分），即，总体上 89.12%的学生认为班主任的自主支

持行为较多（李若璇, 刘红瑞, 姚梅林, 2019）。本研究的结果也发现，学生感知的班主任协

商管理行为在 3 个时间点上的得分情况分别为 4.45 分（SD = 0.66）、4.48 分（SD = 0.67）和

4.44 分（SD = 0.73），这表明学生感知的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程度整体上是偏高的（本研

究中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专家的意见提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我们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从班主任和学生两个视角调查班主任使用协商管理行为的情



况，进行聚类分析或者潜在剖面分析，从而确定中国班主任使用协商管理行为的比例。 

⑤ 国内班主任的实践经验（李镇西, 2014; 魏书生, 2014）及国外教师课堂管理的实证

研究表明（Cheon et al., 2020; Freiberg et al., 2009; Lewis et al., 2005），教师/班主任的协商管

理行为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问题行为，还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自主能力等）。

而且，班主任的经验介绍文章及少量相似的实证研究提示，国内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比

较普遍地使用了协商管理的策略（李若璇, 刘红瑞, 姚梅林, 2019; 李镇西, 2014; 魏书生, 

2014）。但是，班主任协商管理策略的实践运用与实证研究严重脱节，实证研究极为缺乏，

这是国内班主任研究领域“重实践、轻研究”的现状的一个缩影。国内班主任自发地使用了很

多很有效的策略和技术经营班级、管理学生，这些技术策略的效果并不比国外经过实证检验

的课堂管理策略和技术差，但极少有实证研究考察这些方法的效果及影响因素（此外，国内

班主任自发地借鉴了国外很多优秀的课堂管理策略用于班级管理，但是没有实证研究考察这

些策略在中国教育背景下的有效性）。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国家政策、班主任实践经

验及少量实证研究一再表明，班级管理（学生行为管理）能力是班主任及一般科任教师重要

的教育教学基本功，但是师范生教育及教师继续培训项目中，有关班级管理（学生问题行为

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却极少，绝大部分教师或无师自通、或通过老班主任“师徒式”带领、

或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班级管理（学生管理）。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小组关注中国的班主任

的班级管理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希望为改变这一现状做一点工作。在本研究中，我们通

过追踪研究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除了理论探讨方面的考虑

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希望为班主任采用协商的方式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以及推广协商

管理这一积极的班级管理策略提供可靠的实证证据；同时，考察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是否会对

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目的是希望深入地理解影响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原

因，助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我们再简要地向专家汇报一下我们考察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是否会对班主任的协商管理

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在前期的文献梳理及班主任访谈中发现，班主任均非常清楚采用

协商管理策略是有利于班级经营和学生管理的，但是在实际的教育环境中，班主任是否采用

协商管理策略可能会受到来自学校外化环境（如，学校的整体氛围、领导支持力度等）、自

身因素（如，事务繁忙、情绪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Reeve, 2009），其中，学生的

外化问题行为可能也是影响教师管理行为（如，协商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面对学

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尤其是比较严重和反复出现的外化问题行为）时，教师的负面情绪和消

极的管理行为被激发是比较自然(De Ruiter et al., 2020; 魏书生, 2014; Williford et al., 2020)。

教师及时觉察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自己的情绪和管理行为的影响，是教师及时调整自己的管

理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在设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时，如果一味地苛求教师必须

采用积极的方法(如，协商管理)管理外化问题行为频繁的学生，教师可能会对干预项目产生

抵触心理。因此，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教师管理行为本身存在负面影响，

可以让教师觉得自己是被理解而不是苛求的，教师可能会更容易接纳干预项目、使用干预项

目所推荐的积极的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策略和方法（Kennedy, 2016）。 

⑥ 我们将小引言对应的部分修改为：在中国，班主任是管理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外化问

题行为的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其管理行为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

响较其他老师更大，协商管理是班主任常用的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策略之一(Lewis et al., 

2005; 魏书生, 2014)，但鲜有实证研究考察其效果。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与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既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亦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将以动

态相互作用模型为理论基础，关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1.5 当前研究，不必特意加这个小标题”。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删除了这一



小标题。 

以上考虑和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2：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一般称为被试；被试取自不同地区、农村和城

市，经济和教育水平有差异，4 年级被试人数不到 6 年级人数的一半，为什么没有尽可能控

制这样的取样误差？为什么三次测量的间隔时间分别为6个月和3个月？研究设计时是如何

考虑的？表 1 的表头有误，表内的总应为总计，一般先呈现男、女，再总计，顺序不规范；

两个工具的回译由谁完成，如何判断翻译的可靠性？学生仅报告过去 1-2 周内的情况，从题

目看，有些情况不一定会发生，是否能准确测量相关变量？2.5 数据分析策略，策略二字可

删。 

回应：感谢专家的悉心审读和专业建议！专家的这一意见涉及几个不同方面的问题，请允许

我们分别进行回应和修改（我们用楷体字标注专家的意见原文，以便与回应区别）。 

（1）研究对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一般称为被试。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将“2.1 研究

对象”修改为“ 2.1 被试”，并将该标题下的“研究对象”修改为“被试”。 

（2）被试取自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经济和教育水平有差异，4 年级被试人数不到 6

年级人数的一半，为什么没有尽可能控制这样的取样误差？ 对于专家的这一问题，我们做

如下说明： 

① 本研究取样选取了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的 4-6 年级学生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研究对

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但随着样本量的扩大，被试的人口学差

异难以避免。例如，即使在同一个学校内部，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② 我们在抽样时尽力保证了城市被试与农村被试人数大致相同（最终的有效被试中，

城市被试为 703 人、农村被试为 704 人）。但诚如专家所指出，我们研究中的被试在来源上

确实存在取样方面的不足。即，我们应该同时选择湖北、贵州和四川的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学

生作为被试，而不是湖北仅选择了城市学校，贵州和四川仅选了农村学校。对这一不足，请

允许我们向专家稍作一点解释，造成这一取样误差的原因是，现在的中小学管理普遍比较严

格，校外的研究者进入校园进行调查比较困难（而且我们研究要进行 3 次测量），尽管我们

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支持，但要获得比较理想

的样本仍然十分困难，经过多方努力，我们获得了我们研究中最终的样本学校的支持，因此

抽样存在一些不足。专家提出的专业的意见对我们后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在

后续的研究中会尽力克服各种困难，尽量控制取样误差。 

③ 调查正式开始后，调查前联系的同一所学校的 3 个 4 年级班级因故无法参加调查，

而重新联系新的学校则涉及对问卷进行编码（为了提高问卷应答的可信度，我们事先根据学

生的花名册、在问卷上填写每个学生的唯一编码，从而达到匿名的目的）、邮寄问卷、联系

具有心理测量学背景的主试等多项工作，调查的时间会与已经开始调查的样本的时间不一

致，为了保持调查时间一致，我们只调查了目前研究中的 4 年级学生，导致 4 年级被试人数

确实较 5 年级和 6 年级人数少。我们在数据分析之初也曾考虑删除 4 年级被试的数据、从而

减小取样误差，但出于遵从研究规范的原因（《心理学报》及其他知名心理学期刊均禁止随

意删除样本）和为了增加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最终纳入了 4 年级被试的数据。无论如何，4

年级被试样本较少确实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恳请专家原谅。 

④ 为了弥补和控制抽样误差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相应的统计控制。经查阅相关文献以

及在两位外审专家的专业建议下，我们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发现人口学变量（尤其是被试

来源）对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存在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被

试的人口学变量对主要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我们将被试的年龄、性别、自评家庭经济状

况和来源作为作为控制变量（因年龄和年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我们仅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交叉滞后模型进行统计控制。 

 ⑤在本研究涉及的人口学变量中，被试来源（本研究根据初步分析的结果划分为湖北

及湖北以外地区两类，事实上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或者教育水平的差异）对班主任协

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最大的。虽然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但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外化问题行为的水平均表现为一个由低到高的连续体，即，无

论城市被试还是农村被试的内部均存在个体差异。 

⑥ 本研究是以变量为中心的、并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在控制了被试来源及其他

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本研究所得结论对不同人口学背景（例如，城市和农村）的被试同样

适用。 

（3）为什么三次测量的间隔时间分别为 6 个月和 3 个月？研究设计时是如何考虑的 

我们再次仔细进行了检查，三次测量的间隔时间分别是 5 个月（新学年的 10 月中旬至

次年 3 月中旬）和 3 个月（次年 3 月中旬至次年 6 月中旬）。我们对此做以下解释： 

① Ployhart 和 Vandenberg (2010)将追踪研究定义为研究变化的研究，其至少包含三个

重复观察结果(三个以上更好)，后来的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可这一定义。因此，我们首先确定

我们的研究要在 3 个时间点上收集数据。 

② 由于追踪研究要求重复测量不少于 3 次，因此，间隔多久进行测量是研究者进行追

踪研究设计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具体的时间间隔长度，取决于研究所涉及变量的特征、变

量可能发生变化的时机以及变量变化可能的持续时间（Ployhart & Vandenberg , 2010）。如果

研究拟考察的是个体的能力发展或行为变化等，可以选择适中时间间隔的设计。间隔一般大

于 1 周且小于 1 年（Ployhart & Vandenberg, 2010; 胥彦, 李超平, 2019）。我们的研究考察

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变化，因此我们确定采用中时间间隔设计。同

时，因为我们的研究采用问卷收集数据，为了降低练习效应的影响，我们尽量拉长时间间隔，

保证任何两次测量之间的间隔至少在 3 个月以上（刘红云, 张雷, 2005）。 

③ 有一个重要的考虑让我们决定在 1 个学年中完成追踪调查：我们的研究拟考察的核

心变量中，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以及学生和班主任的关系均涉及班主任，在教育实际中，虽

然多数班主任会连续多年担任同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少的班级会在 1

个学年结束后调换班主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班主任的管理行为及学生与班主任的关系可

能出现变化。但在完成本研究的过程中及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们通过持续思考及查

阅相关文献发现，在更长的追踪持续时间上考察班主任（教师）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

为的相互关系也是可行的（甚至更有现实意义）。即，既然班主任（教师）的管理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协商管理行为）和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或内化问题行为）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

系，那么在更换班主任后，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仍然可能会影响新班主任的管理行为，新班

主任的新的管理方式也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我们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跨学年

的长期追踪，考察班主任管理行为与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关系。  

④ 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方便调查、也为了控制测量间隔时间不等对研究变量可能的

影响，研究者们通常选择固定的时间间隔（胥彦, 李超平, 2019），我们最初的研究设计是 1

个学年中 3 次测量的间隔时间相等。但因我们的研究的总的追踪时间为一个学年，一个自然

的学年一般开始于 9 月 1 日，于次年的 7 月 1 日结束，总的时间长度大约为 10 个月（未扣

除寒假的时间），那么 3 次测量的两次间隔应在 5 个月左右。因此，理想的状态是新学年 9

月进行第一次测量，次年 2 月进行第二次测量，次年 7 月进行第三次测量。但是，2 月份是

寒假时间，学生均已经放假，进行测量不太现实，所以 3 测量必然有两次测量在同一个学期

进行，这导致必然有 1 个时间间隔最多只有 4 个月（即，学期初和学期末进行测量）。 

⑤ 最终，我们研究的测量间隔时间分别为 5 个月和 3 个月，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研究考察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我们选取的班级中有少部

分班主任为新接手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工作，学生熟悉、了解班主任的管理行为需要一定的时

间，因此我们将首次调查的时间设计为新学期开学后 1 个月左右，同时因为国庆节放假，所

以第一次测量在新学年 10 月中旬进行。第二，在第一次测量完成后，为了保证至少间隔 3

个月，第二次测量至少要在次年 1 月中旬后进行，但 1 月中旬绝大部分的学校均已经放寒假

（或正在准备期末考试），这个时候进行测量难度极大，所以我们的第二次测量在春季学期

开学 2 周后进行，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间隔时间为 5 个月。第三，在间隔 3 个月后（次

年 6 月中旬）进行了第 3 测测量，如果测量时间再向后推移（即尽量拉大测量的时间间隔），

因临近期末考试，学生本人、所在班级的教师和所在学校均不太愿意配合进行测量（而且考

前的特殊阶段可能对研究的各个变量也有影响）。扣除寒假的时间，测量的间隔时间均为 3

个月作用。  

⑥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虽然测量间隔时间不一致，但是各个主要变量在 3 个时间点

上的得分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主要变量在 3 个时间点上的得分情况：T1 协商管理行为 4.45 

± 0.66，T2 协商管理行为 4.48 ± 0.67，T3 协商管理行为 4.44 ± 0.73；T1 师生关系亲密 5.28 ± 

1.35，T2师生关系亲密5.31 ± 1.39，T3师生关系亲密5.33 ± 1.40；T1师生关系冲突2.19 ± 1.15，

T2 师生关系冲突 2.14 ± 1.17，T3 师生关系冲突 2.15 ± 1.17；T1 外化问题行为 1.56 ± 0.51；

T2 外化问题行为 1.51 ± 0.52；T3 外化问题行为 1.49 ± 0.49 ）。以往的追踪研究也有测量间

隔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唐文清，方杰，蒋香梅和张敏强（2014）的综述文章表明，1982～

2012 年间中国期刊网收录的 88 例追踪研究中，有 16 例（18.18%）追踪研究的测量间隔

是不相等。 

⑦ 尽管研究结果显示测量间隔不相同对本研究的结果没有显著的不良影响，但这确实

是本研究设计上的不足，我们在研究的局限部分对此进行了补充，研究局限部分对应的地方

修改为：“其次，追踪持续时间较短、追踪次数较少、测量的间隔时间不一致，未来可增加

追踪的持续时间和测量次数、固定测量的间隔时间，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班主任协商管

理行为对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4）表 1 的表头有误，表内的总应为总计，一般先呈现男、女，再总计，顺序不规范。

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并指出稿件中的低级错误。我们为稿件中的低级错误专家郑重道歉，我

们对表 1 进行了修改，并仔细检查了全文。表 1 修改如下： 

表 1 被试年级、性别、年龄等人口学信息 

年级 男 女 总计 年龄(M±SD) 

四 142 143 285 9.76±0.69 

五 274 235 509 10.59±0.64 

六 314 299 643 11.55±0.76 

总计 730 677 1407 10.84±0.99 

（5）两个工具的回译由谁完成，如何判断翻译的可靠性？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

在稿件中没有报告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问卷和师生关系问卷的翻译和回译过程，对此我们深

感抱歉。我们对研究工具的翻译和回译情况进行了补充报告，具体补充内容为：研究团队中

心理学专业的 2 名博士生和 2 名硕士生对量表进行了多轮翻译，然后请 1 位持有英语一级翻

译证书的高校外语教师对问卷进行回译、并对翻译的质量进行把关。 

（6）学生仅报告过去 1-2 周内的情况，从题目看，有些情况不一定会发生，是否能准

确测量相关变量？感谢专家的细心审读和专业意见！我们在进行研究设计时，为了考察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在 3 个时间点上的实际情况以及有无变化，

将测量的时间设定为“过去 1-2 周”（同时，第二次测量时，刚开学 2 个周也是做这一时间限

定的原因）。但诚如专家所指出，部分情况在 1-2 周内确实可能不一定会发生。例如，班主



任与全班同学共同讨论制定奖励良好行为的班规（一般情况下，班规是在学期初进行讨论，

但是我们在现在进行的干预研究中了解到，在班规的执行过程中，班主任会随时根据实际情

况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对班规进行修改，并不一定限于学年或学期初讨论制定班规）；

我会与其他人打架（这一外化问题行为是比较严重的外化问题行为，可能不会每 2 周发生 1

次）；我会从家里、学校或者其他地方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等（这是极为严重的外化问题行

为，出现的频率应该极低，2 周内出现的概率确实不大，但也有可能 1 个学期都不会出现）。 

为了确定测量的条目是否准确地测量了相关变量，我们核查了原始数据，仔细核查了在

1-2 周内可能不一定会发生的情况的条目的得分情况（如，班主任与全班同学共同讨论制定

奖励良好行为的班规；我会与其他人打架；我会从家里、学校或者其他地方拿走不属于我的

东西等）。上述 3 个条目的得分如下：班主任与全班同学共同讨论制定奖励良好行为的班规，

T1 时得分 4.40 ± 1.03、T2 时得分 4.43 ± 0.99、T3 时得分 4.39 ± 0.95；我会与其他人打架，

T1 时得分 1.34 ± 0.73、T2 时得分 1.32 ± 0.71、T3 时得分 1.30 ± 0.66；我会从家里、学校或

者其他地方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T1 时得分 1.18 ± 0.73、T2 时得分 1.12 ± 0.71、T3 时得分

1.10 ± 0.66。上述结果表明，被试对测量严重外化问题行为（如打架、偷窃）的条目也出现

了一定的应答，1-2 周内出现严重外化问题的频率并不完全为零（本研究中，某个外化问题

行为完全没有出现记为“1”分），这说明本研究中的条目较好地测量了相关变量。 

（7）2.5 数据分析策略，策略二字可删。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删除了策略二字，

修改为：“2.5 数据分析”。 

以上解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意见 3：结果中表 2 的表头结果二字可删，表中呈现的都是结果。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宝贵意见，我们删除了表 2 表头中的“结果”二字。修改为：“表

2  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小学 4~6 年级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 

 

意见 4：讨论中 4.1 之前的内容与下面的内容有重复；修改后的文字超出本刊的字数要求，

请精简。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1）讨论中 4.1 之前的内容与下面的内容有重复。为了表述的完整性，我们保留了 4.1

之前的内容，删除了 4.1 之后的讨论中与 4.1 之前重复的内容。同时修改了讨论每段开始时

的表述，避免每段都以“本研究发现”这样重复的句子开头。因修改之处较多，此处未一一列

出，请专家审阅正文讨论部分的紫色字体（第 68 页至第 71 页）。 

（2）修改后的文字超出本刊的字数要求，请精简。我们按照《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

在不改变主要内容的前提下，对前言和讨论进行了精简，前言由 4002 个字精简为 3490 字、

讨论（不含结论）由 4240 字精简为不含结论 3411 字。参考文献由 52 条精简为 49 条。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悉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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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做了认真修改，还有些格式上的小错误，请自查后提交编委会！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和继续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我们按照您和另外两

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对稿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本轮修改在正文中用橙色字体标注。 

http://edu.sina.com.cn/l/2009-08-24/1013176372.shtml.


感谢您指出我们的稿件格式上的错误。在上一轮修改过程中，我们根据编委专家的意见

对前言和讨论的字数进行了压缩。在多次修改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工作的不细致，出现了一

些格式上的错误，对此我们深表歉意。我们仔细检查了全文，并将稿件打印后进行了多遍出

声阅读。共发现 4 处格式错误，具体如下： 

（1）第 64 页最后一段，“师生关系是在教师和学生相遇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Socialization Theory ; Mejia & Hoglund, 2016)”。参考文献引用格式错误。修改为：“师生关

系是在教师和学生相遇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Mejia & Hoglund, 2016)，”。 

（2）第 65 页第二段，“同时，师生关系可能会影响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教师发展的“压

力和应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指出，师生关系可能会

影响师生互动行为(Lazarus, 1991; Spilt et al., 2011)”。参考文献引用格式错误。修改为：“同

时，师生关系可能会影响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教师发展的“压力和应对动态相互作用模

型”(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Lazarus, 1991; Spilt et al., 2011)指出，师生关系

可能会影响师生互动行为。”（补充说明：最后，编辑部老师指出，这里修改后的格式是错

误的，原来的文献引用格式是正确的，感谢编辑部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编辑部老师的

意见，对全文中其他类似错误进行了修改） 

（3）第 76 页，参考文献 “Cheon, S. H., Reeve, J., & Ntoumanis, N. (2019). An intervention 

to help teachers establish a prosocial peer climate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64,101223. doi：10.1016/j.learninstruc.2019.101223”. DOI 号后的“：”是中文字符，应该为英

文字符。修改为：“Cheon, S. H., Reeve, J., & Ntoumanis, N. (2019). An intervention to help 

teachers establish a prosocial peer climate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64,101223. doi:10.1016/j.learninstruc.2019.101223”。 

（4）第 76 页，参考文献 “Cheon, S. H., Reeve, J., & Vansteenkiste, M. (2020). When 

teachers learn how to provide classroom structure in an autonomy-supportive way: Benefits to 

tea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doi:10.1016/j.tate.2019.103004.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参考文献的期卷号格式错误，修改为：“ Cheon, S. H., Reeve, J., 

& Vansteenkiste, M. (2020). When teachers learn how to provide classroom structure in an 

autonomy-supportive way: Benefits to tea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90, 103004. doi:10.1016/j.tate.2019.103004.”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您批评指正，如仍有错误之处，我们一定进一步修改。 

 

 

审稿人 2意见： 

这篇文章总体写作还是严谨认真的，也做了多轮修改，但确实研究设计上有些不足，研

究的价值或创新新意上确实不是特别突出，能否发表由责编决定吧。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提出的批评！ 

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设计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一不足并未对研究结果

和结论造成不良影响（请详见上一轮对编委专家意见 2 的回应）。我们在正文中讨论部分的

研究局限部分进行了补充。您和编委专家对我们在研究设计方面的批评对我们有重要的帮

助，我们在后续的追踪研究中，一定会按照您们的意见完善研究设计。 

关于您的“研究的价值或创新新意上确实不是特别突出”这一意见，请允许我们再做一点

解释。我们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的教育实际，聚焦中国特有的班主任，探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

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研究具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许确实不是“特别突出”）。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揭示了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动态相互作用模型”补充了证据。第二，发现班主任协商管理行

为通过师生关系亲密间接影响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有助于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理解班

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影响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机制。第三，证实师生关系影响班主任协商管理

行为，为教师发展的“压力和应对动态相互作用模型”提供了证据。第四，发现学生外化问题

行为通过师生关系间接影响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有助于理解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影响教师

管理行为的机制；发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通过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间接影响师生关系，拓展

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影响师生关系的已有研究。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干预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班主任在管理学生

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觉察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对自己的协商管理行为的负面“驱动”作

用，可帮助班主任及时调整自己、终止由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驱动的消极相互作用过程；更重

要的是，班主任可有意识地利用协商管理的积极作用、启动积极的相互作用过程，有效干预

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其次，在设计班主任专业发展干预项目时，一方面可以推荐班主任采

用协商的方法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另一方面，意识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负面影响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可以同感、共情班主任，让班主任觉得自己是被理解而不是苛

求的，有助于提升班主任对干预项目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而且，如果我们的研究有幸得以发表，将是对“本土化”的班主任领域的实证研究的莫大

鼓励！ 

以上考虑是否妥当，恳请您批评指正！ 

 

意见 1：这个回复没有回复好。记得作者的思路国外主要是教师协商管理，而由于中国国情

作者聚焦班主任协商管理，我们之前就让作者着重引出从教师到班主任的思路转变，作者这

里回应自己把自己带沟里了（审改附件意见 1）。 

回应：您的这一意见对应我们对上一轮编委专家意见 1 中的意见“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

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国外似乎没有班主任，国内有多少班主任采用了这种协商管理模式？研

究文献中未见国内专家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的回应（在对您上传的审改附件中的意见的回

应过程中，为方便区别，我们用楷体字标注上一轮编委专家的意见原文）。 

非常感谢您指出我们的回复的不妥之处！在上一轮修改中，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并根

据我们的文献积累，诚实地回答了编委专家的疑问。我们的回复尝试说明：尽管因为文化的

差异，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国外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已有文

献表明其对学生的影响是相似的（均是积极的）。而且，中国的班主任较多地使用了协商管

理，但是实证研究却很少，我们的研究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实证研究的不足。 

您的意见对我们完善稿件的写作思路有重要价值！我们回顾了您和另外一位外审专家关

于这一点的修改意见，尤其是“我们之前就让作者着重引出从教师到班主任的思路转变”这一

重要意见。我们仔细思考后认为，在前言部分确实应该要强调“从教师到班主任的思路转变”，

这样文章的过渡更为合理，也更能凸显我们的研究关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的意义。我们对

小前言的第四段进行了再次修改，修改后的前言强调：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一般科任教师相

比，班主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对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我们的研究关注班主

任的协商管理行为。具体修改如下： 

在中国，班主任是管理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外化问题行为的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2009)。班主任与学生相处时间长、互动频繁，其管理行为(如，协商管理行为)对

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较一般科任教师可能更大(江光荣, 2004; 魏书生, 2014)。探讨班主

任协商管理行为、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符合中国的

教育实际。因此，本研究将以动态相互作用模型为理论基础，关注班主任协商管理行为、师

生关系和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您批评指正！ 

 

意见 2：这个问题不大，不过更严谨的话，APA6 里已指出最好用参与者，更能体现研究对

象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审改附件意见 2）。 

回应：您的这一意见对应我们对上一轮编委专家意见 2 中的意见“研究对象在心理学研究中

一般称为被试”的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将“2.1 被试”修改为“2.1 研究参与者”。

并将全文中所有的“被试”均相应地修改为“参与者”。 

以上修改是否妥当，恳请您批评指正！ 

 

意见 3：这个确实是个硬伤，最好间隔一致，我之前没发现，不过按作者回复也有些现实原

因（审改附件意见 3）。 

回应：您的这一意见对应我们对上一轮编委专家意见 2 中的意见“为什么三次测量的间隔时

间分别为 5 个月和 3 个月？”的回应。 

我们接受您的批评，并非常感谢您的谅解！这确实是我们的研究的不足，造成这一不足

也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原因。在上一轮修改过程中，我们在研究不足部分补充了这一点。非常

感谢您和编委专家指出我们研究设计上的不足，我们在后续的追踪研究中一定会克服各种困

难、尽力完善研究设计。 

 

 

编委专家意见： 

作者对论文进行了多轮修改，质量有所提升。对审稿人的意见也进行了认真的回应。建

议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的积极肯定！您的肯定对我们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最后，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的悉心审阅和专业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轮 

 

主编意见：同意外审和编委意见，建议录用。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的肯定！您的肯定对我们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